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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是從學習評量實踐知識的觀點，提出幼兒教師專業發展的一

條路徑：如何交互考量「幼兒教師主體」及「幼兒園願景」，以貼近幼兒教師

評量專業精進需求。幼兒教師的學習評量之輔導的目的，在於幫助幼兒教師

清楚得知幼兒學習狀況，得到佐證以評估學習的成效，並回饋課程與教學對

幼兒學習的影響。筆者彙整國內實施學習評量文獻，發現存在兩個議題：（一）

評量行動與評量目的落差：知道「做什麼」不知「為何做」；（二）評量信念

與實踐的落差：知道「如何做」但無法「做得好」；此二問題往往導致無法有

效評估學習成效、無法做出最佳評量決定、偏離原有評量信念、及易受外力

左右評量行動的後果。學習評量專業發展即為改善評量實踐，幫助幼兒教師

達成「知行合一」的目標。筆者針對幼兒教師評量專業發展提出兩個策略：（一）

教師主體性與幼兒園願景鑲嵌互融：個人與幼兒園建立評量共識共創願景，勇

於發聲進行社群專業對話，覺察並修正自己的評量實踐知識。（二）透過解決

現場的實踐問題，教師協同合作提升評量知能：瞭解幼兒教師已有的經驗與

知識，藉由協同解決問題產生成功經驗，關注問題解決中的幼兒園整體脈絡。

期望藉由上述二策略，幼兒教師與幼兒園全體共同面對評量現況，在建構評

量實踐知識的過程中提升個人專業，共謀園所願景，最終促進幼兒的學習成

長。

關鍵詞 : 幼兒教師、幼兒園願景、專業發展、評量實踐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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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幼兒教師在學習有效的評量與教學過程中，外來的輔導當能協助幼兒教師

精進實踐。第一作者身為幼兒學習評量教學與輔導人員，認為學習評量之輔導

目的在於幫助幼兒教師面對評量實踐問題，改善評量實踐現況。在我們與幼兒

教師面對學習評量的困境時，感受到教師知道評量很重要，與幼兒學習息息相

關，卻對如何恰當執行沒有自信，一則來自不知做的對不對；一則來自不知如

何做才算好。

國內近十年來有關幼兒學習評量的研究發現，幼教評量實務上，有兩個議

題待解決：其一是「為何做」之評量目的與實際「如何做」之評量方法有落差：

幼兒學習評量實務的改善，多偏重修正評量技術，惜未能從為何而做的評量目

的來整合檢視要如何評量才恰當。另外則是「應做」之評量信念與「實做」之

實踐有落差：教師抱持的評量信念易受外力影響，因為教學忙碌、協同教師理

念差異或家長期望而妥協了評量應有的執行，未能堅持做出最佳評量決定。上

述這些問題反映了幼兒教師的窘境：不清楚幼兒學習評量的意義與目的，受到

外在影響，左右了自己而選擇簡單、便利卻無法有效呈現學習成果的方式；缺

乏對評量知識的整體瞭解，造成有做但無法有效收集到有用的學習訊息等，反

映出幼兒學習評量需要解決的問題。

教育部於 2017 年正視此一現象，發佈「專業發展輔導」 1，在課程規劃與實

踐類別中首次明列「幼兒學習評量」向度，提供「設計與實施幼兒學習評量」、

「建置幼兒學習檔案」、「運用課程大綱實施幼兒學習評量」三項內涵供幼兒園

勾選設定為輔導計畫之目標（教育部，  2017）。事實上「入園輔導」已實施多年，

學術界與實務界咸期望藉由課程、教學領域之學者專家進入幼兒園，協助幼兒

教師將理論與知識融入實務工作，進而指引幼兒教師在幼兒學習評量的專業發

展方向上實踐教育目標。關於入園輔導機制，巫鐘琳（2005）、陳淑琴與周淑

惠（2010）研究發現，現場仍出現「輔導結束，成效結束」的疑慮，我們認為

全面仰賴學者專家恐是造成輔導成效未能持續的原因。本文透過文獻整理出幼

1　106 年 1 月 19 日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50155404B 號令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公私立
幼兒園輔導作業原則」。自 106 學年由教育部推動「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私立幼兒園輔導」，
整合適性教保輔導、課程大綱輔導、特色發展輔導為專業發展輔導。

兒園評量實作現場兩個問題如以下第貳部分所描述，繼而於第參部分試探提出

可能的解決策略，最後對未來研究的展望寫在第肆部份。

貳、幼教現場之學習評量問題分析

我們彙整國內有關幼兒學習評量研究，以及與幼兒教師談論學習評量的經

驗發現，幼兒教師在學習評量的實務上花費很多時間，但是針對「為何而做」

與「如何做好」欠缺呼應評量行動的省思。

一、評量行動與評量目的落差：知道「做什麼」不知「為何做」

第一作者在現場輔導時，幾次翻閱老師們為幼兒整理的厚厚一本學習檔

案，詢問老師這些作品代表了什麼學習上的成果？老師通常回答我：「就是把

幼兒做過的活動記錄留下來，讓家長知道，也可做個紀念……」。

幼兒教師慣於收集很多幼兒作品資料成為活動記錄，但是大多數沒有針對

作品反映的學習內涵進行分析（張靜文，2012；陳姿蘭、廖鳳瑞，2012），這

樣的發現也反映在蕭玉佳與吳毓瑩（2006）學習檔案建構行動研究中。幼兒教

師缺乏收集幼兒作品的目的引導，導致失去原有藉由收集作品進行瞭解幼兒學

習成果的重要意義。McAfee 與 Leong（2007）強調教師從解析評量資料中獲

得幼兒學習的訊息。幼兒教師執行評量行動，如未回歸評量目的，忽略分析對

幼兒表現意涵的解讀，則可能對於評量資料的收集與解析，落入「有做但做不

整全」甚至「有做但不知為何而做」的結果。

如果幼兒教師能有系統的檢視評量的行動，進而省思支持「為什麼做」的

意義，也許能解決「做什麼」和「如何做」的問題。蕭玉佳與吳毓瑩（2006）
研究發現，幼兒教師少了對於評量的意義、幼兒表現的結果如何回饋教學的思

考，就可能在評量的「知」和「行」之間產生差距，導致學習評量無法與課程

目標所意圖達成的學習聯結。他們研究結果顯示，幼兒教師回歸本身對評量實

踐的需求及價值詮釋，有助長幼兒教師自信及評量專業發展。莊尤姿與蔣姿儀

（2010）也發現，幼兒教師從省思評量工具回應評量目的的效能著手，最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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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了評量工具在記錄上的便利性、觀察時間規劃與蒐集方法，而能在評量策略

上進行整體性的修正。

幼兒教師個人對「做了什麼」評量現況的問題覺察，可視為解決評量實務

問題的起點。但是，能否深省思行動背後的脈絡與緣由，澄清「為何做」的原

有評量意圖，則成為是否進而朝向創造適合自己班級的評量行動的關鍵。

評量的行動緣由可說明幼兒教師在評量相關行為的想法和原因，如同 
Clandinin（1985）、 Elabz（1981）主張教師的實踐知識實際引導著教室中實踐，

實踐知識經由教師與課程及教學理論、信念，以及經驗等融合，在教室中經由

不同階段的實作整合建構而成。Sternberg 與 Caruso（1985）更強調實踐知識將

是影響教師進入教學現場執行教學行動成敗的關鍵因素。由此推知，幼兒教師

評量實踐知識引導和支持幼兒教師評量決定與行動，成為評量實踐的依據與方

向，從幼兒教師的評量實踐知識可見評量實踐決定的理據，才能有系統的釐清

評量實踐的問題。

二、 評量信念與實踐的落差：知道「如何做」但無法「做得好」

第一作者與在職進修老師分享評量表單時，閱讀著一張張約有十條幾乎全

部勾在「好棒棒」的檢核表，發現每一名幼兒幾乎都「表現優異」，老師緬靦

的回應我：「也不是表現那麼好，有些其實沒有全部看到，實在太忙了，總得

讓家長安心啦……」。

幼兒教師對於真實呈現評量結果隱含不同考量，陳姿蘭與廖鳳瑞（2012）
認為幼兒教師在執行評量的困難之一，是受到與家長保持和諧關係的價值影

響，傾向提高幼兒評量等第。易言之，評量行動不只涉及評量專業知能，也可

能受外在因素左右幼兒教師原有評量的信念。幼兒學習評量的研究顯示，在班

級中因執行評量易受外在因素的影響。造成幼兒教師放棄原有堅持的可能因素

包含：來自於班級間兩位教師對於評量信念不一致、家長的期望與對評量形式

的喜好、教師工作繁瑣、人力不足、時間有限、配合園所決策，教師主控權小

等等，致使評量效果不彰（李姿慧，2006；李嘉華，2005；陳姿蘭、廖鳳瑞，

2012；蕭玉佳、吳毓瑩，2006）。

參、教師主體與幼兒園願景交互考量，強化評量實踐知識

教學現場確實常出現理想與實務的衝突，教師一旦面臨實踐衝突時，正

是需要教師以省思與專業判斷採取行動以解決問題，Cornett（1990）、Cornett, 
Chase, Miller, Schrock, Bennett, Goins 與 Hammond（1992）、Levin 與 He（2008）
的研究都曾發現，協助教師進行個人實踐知識的探究與省思，可強化教師在作

決定時以自主性與應負責任落實教師專業角色。是以我們從相關文獻評析提出

兩項策略，作為教師探究與省思之起點，強化教師評量實踐知識，解決評量問

題：

一、 教師主體性與幼兒園願景鑲嵌互融

幼兒教師身為自主個體並肩負幼兒教育的專業道德責任，同時也為幼兒園

聘用，成為幼兒園組織成員之一。在朝向幼兒園願景發展之路，需要結合組織

中每一個人的專業力量，其組織成員之異質與優勢需要融合強化，限制與不足

亦需調整改善，幼兒園與個人彼此鑲嵌後轉化成為幼兒園進步的動力。

（一）個人與幼兒園建立評量共識共創願景

過去幼兒園評量輔導的研究顯示，專業發展能否落實成效與是否有願景共

識有關。尚愛梅（2009）提及，在入園輔導結束後，幼兒園並非持續以輔導的

結果運作，各班幼兒教師的評量行動反而各有差異，有些未形成評量改變的幼

兒教師，甚至回到原有習慣的評量方式，研究發現評量行動改善的最大阻力仍

在於幼兒教師的個人信念與實際評量行動有所衝突。蕭夏玉（2014）追溯幼兒

園八年來評量制度建置的發展，分析主要原因發現，幼兒園頻繁的人事異動造

成未能形成評量共識，導致接受一年專家輔導後，評量制度仍在修改，尚未能

發展出屬於該幼兒園特質的評量模式。

專業成展具有動態持續的特質，如何營造持續不斷的動力，且能來回修整

符合個別需求？歐用生（2003）強調，專業發展不是靠個人之力即可達成，而

是需要在組織中藉由群體成員間的異質性，在倫理道德的約束下有階段性的往

前跨進。我們深思此「往前跨進」的意涵，如同 Johnson（2005）的主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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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深化教師專業能力應是在配合機構的願景、目標及專業需求的條件下有系

統的提供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宜建置在一個關注幼兒園價值脈絡的前提，

促進幼兒教師成為一個轉化專業知識的實踐者。

如要強化教師的評量專業發展，幼兒教師個人的評量信念與實踐知識需與

相關他人及幼兒園有所共識，不僅需要尊重以幼兒教師為主體的實踐知識，亦

需融入幼兒園願景之教育理念，在二者之間再三思量彼此的平衡，以凝聚共識，

達成個人與幼兒園相互支持的層次。

（二）勇於「發聲」進行社群專業對話，覺察並修正自己的評量實踐知識

幼兒評量實踐存在的問題，不應只由幼兒教師個人侷限於單一教室情境

解決，更是需要借助幼兒園成員全體合力促成社群的學習。多位學者主張，如

果想促成教師的實踐知識發展，則需經由教師本身的「聲音」的呈現，以及經

驗的引出，詮釋自己對「解決問題」的實踐意涵（陳美玉，1996；Connelly & 
Clandinin, 1998；Elbaz, 2005）。林育瑋（2008）研究指出，幼教專家及園長的

領導角色，如能帶領組織內成員協同合作，從針對實際問題經驗進行分享，再

彼此提供即時的回饋，在同儕間專業對話、反省與辯證，便能更加促進幼兒教

師自己專業實踐的反省與修正。吳珍梅、程小蘋（2011）建議建立幼兒園內專

業對話的學習社群，將專業發展模式從個人進修朝向團隊合作學習，促進幼兒

園本位的專業發展。張碧如（2013）也強調專業發展的最終目的應該是協助幼

兒園具備自我改善的能力與經驗，同時強化幼兒教師的自主性，重視自我增能

的經驗。我們提出從幼兒園「專業對話」結合幼兒教師的省思與自我增能的策

略，藉由幼兒教師的「聲音」在專業對話覺察個人評量實踐知識，以社群支持

或修正自我的評量實踐。

實踐知識具有情境導向的特質，是動態的、可以加以改變的，我們建

議藉由社群分享的實踐經驗，辨識幼兒教師自己評量行動微妙的意涵。如同

Torrance 與 Pryor（2001）所提一名幼兒教師對評量實踐改變的體悟：「花時間

實際的觀察，不只是看，而是觀察到幼兒現在的狀況，然後介入才有其意義」 
（p. 625）。我們建議針對幼兒教師印象深刻的實踐經驗進行專業對話，藉由公

開、共享彼此在評量行動的意義，專業對話深入分析自己「在做什麼？要做什

麼？為什麼做？」的運思脈絡。在社群中闡述個人的評量理念與價值同時，公

開自己實踐行動背後隱埋的知識，統整個人的評量經驗，有系統的檢視自己實

踐中的「知」與「行」關係；如產生質疑，則藉由彼此檢討和自我反省，可進

而修正自己的評量實踐知識。

評量實踐需要社群力量支持，方能抵抗干擾因素。幼兒教師在幼兒園願景

前導下進行社群中專業對話，因為聆聽、批判與反省，彼此教導與受教，應能

鼓勵幼兒教師脫離技術上的「模仿」與「複製」，追溯「為何做」與「如何做」

的緣由，判斷出最佳決定，朝向幼兒園「做得好」的評量實踐前進。

二、 透過解決現場的實踐問題，教師協同合作提升評量知能

省思能力雖是一個值得持續養成能力，但是過度強調教師個人需求的專業

發展，也可能導致成效受限，未能有推廣傳播的效果，但在結合行動的力量後，

教師的專業發展即可預期（Hargreavers, 1993）。顧瑜君（2002）主張「創造一

個可以產生省思的場域」，以增能教師成為一名省思的實務工作者。幼兒教師

所在的幼兒園正是一個從問題思考為起點可產生省思的場域，呼應幼兒教師主

動學習的本質，在個人與其他成員協同合作解決問題中，幼兒教師不只是被動

接收者，能省思及回應自己的評量實踐，為自己的專業謀求發展。

（一） 瞭解幼兒教師已有的經驗與知識，藉由協同解決問題產生成功經驗

評量專業發展不應是單純提供或接受評量知識理論，應先瞭解幼兒教師已

備知識和經驗，才能協助其發展至更高的階段。幼兒園個別教師的已知本各有

差異，我們認為可從共同問題開啟一個「對症下藥」的起點。藉由幼兒教師對

實踐問題的解析，瞭解個別教師已經有的經驗與知識，進一步從共同問題，協

同檢視評量行動的有效性。換言之，如 Clarke 與 Hollingsworth（2002）所主張，

幫助教師看見學生學習成果，是推動改變實務現況的可行方式，教師一旦見到

學習成效，便會繼續使用有效的專業理論、知識與策略，增加自我效能感。

藉由真實的評量問題以及幼兒的學習成果，引發幼兒教師主觀和客觀知識

的交流，在團體同步帶動下，從問題解決中分享與回饋「成功經驗」，不但避

免獨立摸索或放任個人自主，亦能再次促進個別教師在評量實踐中體會成功經

驗，從經驗的重組與擴展中產生評量實踐知識，呼應改進實踐問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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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注問題解決中的幼兒園整體脈絡

在問題出現時產生的專業需求，正是介入新知識與新行動的契機，亦即，

學習評量的實踐知識，就是要從評量現場中的真實問題切入，從中介入與探討

新的可能。教師需要更多評量相關的專業訓練、評量支援系統及專業發展諮

詢，以協助教師強化評量的專業知能與素養（江文慈，2002；張郁雯，2011；
Stiggins, 2005）。而此專業發展如李俊湖（2011）所提，應融合「學習」、  「專業」、

與「實踐」的三面向，將焦點置於實務現場，直接面對問題進行改進。

從幼兒園願景來思考，教師的評量實踐需考量行動系統間的相互關係，瞭

解其中的因果互動與整體變化過程。我們認為在教師解決評量問題時，關注此

問題與幼兒園整體願景如何關聯，方能在實踐中納入脈絡相關的專業知識，避

免專注於片段的個別事件或技術。從群體與社群的觀點來考量問題，除了改善

現存困境，更是幫助幼兒教師調整自己原有的評量信念或價值觀，有系統的檢

視無效的評量實務與修正行動慣性。教師個人藉由真實問題解決的評析與回

饋，從幼兒園之願景出發，發展出具脈絡的評量實踐，成就個人專業發展也促

進園所實現願景。

肆、  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國內外以教師為主體的評量實踐知識之研究，著重於教師個人的評量信

念、評量實踐知識在教學現場的探究，研究參與者皆為國小、國中、及高中

教師（吳毓瑩，2003；胡惠絮、吳毓瑩、徐式寬，2010；Box, Skoog, & Dabbs, 
2015；Wallace & Priestley, 2011），目前我們尚未發現幼兒教師評量實踐知識的

探究。吳毓瑩（2003）、張美玉（2007）主張評量實踐知識影響教師對評量情境、

評量策略及評量內容的考量與行動的決策，相關研究也顯示實踐知識可用以解

決實務上的問題（陳國泰，2006；Duffee & Aikenhead, 1992），幼兒教師的評

量實踐知識之分享，當能帶動社群的精進。

幼兒園與正式學制在課程與教學形式不同，評量相關的制度和規範也不

同。幼兒園沒有制式化紙筆測驗或正式的學習評量制度，幼兒教師在幼兒園的

評量實踐可能異於正式學制的評量實踐。近年幼兒學習評量的研究，多以幼兒

園為主體（尚愛梅，2009；莊尤姿、蔣姿儀，2010；郭諭樺，2008；蕭玉佳、

吳毓瑩，2006；蕭夏玉，2014）。在現有的文獻基礎下，如何實施更好的學習

評量實務，我們建議可從幼兒園的發展角度切入，交錯考量幼兒園的願景與教

師的主體性，深入發展幼兒教師的學習評量實踐知識。

我們建議未來宜積極整合幼兒園評量輔導研究，歸納符合不同階段幼兒園

評量專業發展架構。在幼兒教師評量專業發展的責任上，藉由實徵研究理解幼

兒教師「已備」的專業知能與經驗設為啟始點，發展出符應幼兒教師需求的輔

導策略，協助幼兒教師落實自己的評量實踐知識，擬定最佳的問題解決方案。

但是這些評量知能與評量技術需要運用多久的規劃與實施才能初步驗收評量實

踐改善的成果，需要多少幼兒園的支持，如何與幼兒園整體脈絡相合，都需要

更多輔導實例回應與佐證。幼兒園追求專業發展，積極尋求變革與創新，我們

認為整合幼兒園評量輔導研究，歸納幼兒園在評量專業上之不同發展階段的架

構，應是未來研究的重要內涵。如此方可為尚在基礎發展的幼兒園，以及已朝

向幼兒園本位課程的創新發展的幼兒園，規劃不同階段的專業發展圖像，協助

幼兒教師走在實踐的專業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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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proposed a point of view on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of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to develop the teacher’s profession which considers both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reschool teacher and the vision of preschool. The objective of mentoring 
the preschool teachers in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was to recognize evidenc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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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隱和外顯母愛對青少年兒女

在成長歷程中的母愛感受之配對分析

本研究想了解母親對兒女的內隱母愛程度與外顯母愛付出，與其兒

女母愛感受程度之間的互動歷程。本研究配對訪談八位母親與其青少年

兒女，並應用生命圖表記錄母親對兒女的內隱母愛程度、外顯母愛付出，

以及兒女對母親的母愛感受程度。以主題式分析法，共歸納出兩種內隱

母愛類型：「豐富穩定型」和「一路攀升型」。以及兩種母兒互動類型：

「忙碌的母親和懵懂的兒女」，以及「苦命的母親和體貼的兒女」。整體而

言，母親「外顯母愛」對「兒女母愛感受」的影響大於母親「內隱母愛」。

母親婚姻際遇的不同會影響外顯母愛的付出，進而影響兒女的母愛感受：

忙碌的母親會刻意減少外顯母愛的付出，兒女的母愛感受則因母親的偏

心或打罵強迫而較少；苦命的母親會因為對兒女的虧欠感而自覺母愛不

足，反而更盡力補償孩子，母親的特殊境遇似乎也使兒女較為早熟，反

省能力較佳，母愛感受較豐。故本研究鼓勵母親積極正向的母愛行動，

以及對學齡期和青少年期反思性的家庭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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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DOI：10.6246/JHDFS.201712_(18).0002

* 本篇論文通訊作者：周麗端，通訊方式：t10011@ntnu.edu.tw。

   誌謝：本研究承蒙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計畫編號：NSC 101 - 2410 - H - 434 - 002 。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14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 15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 2017; 18 15-47



研究動機與目的

過去國內的研究發現母愛可以分成母親內心對兒女的情感，稱為「內隱母

愛」；以及行為上對兒女的付出，稱為「外顯母愛」（黃淑滿，2008；黃淑滿、

周麗端、李盈貞，2009）。這些研究主要應用生命軌跡及轉捩點兩大概念來了

解本土母親一生中母愛消長與變化軌跡、了解其中的轉捩因素，並依此歸類出

數種本土基本母愛類型。很可惜的是，這些研究雖然發現母愛有內隱和外顯兩

個層面，但這些研究並沒有分別訪談母親「內隱母愛」和「外顯母愛」程度是

否有異以及隨著母親生命歷程的變化如何。

上述的研究者推論，受訪母親們綜合自己的內隱和外顯母愛兩個層面來衡

量自己對兒女的母愛程度，但她們多只依上代母親對自己的外顯母愛行為來衡

量上代母親對自己的愛，所以受訪的母親多認為自己給下一代的母愛已經超越

了上一代母親給自己的。上述的研究也告訴我們，有些母親自認為母愛的行為，

卻不是兒女感受母愛的來源，母親的母愛付出和兒女的母愛感受間存在著落

差。然而，國內代間親子情感互動的配對研究極少，上述研究的最大限制，是

僅訪談一代中年女性，沒有配對訪談她們的兒女，無法了解兒女是否同意母親

的說法與原因。

在本土的研究中，探討兒女對母親教養或情感感受的論文有之。例如趙梅

如（2004）曾訪談師院生和國小教師的生命故事，回溯過去受到父母獎勵或懲

罰時所感受到的父母關愛；又如俞仲娟（2007）透過與國小高年級兒童討論、

孩子書寫、訪談、日常觀察等方式，捕捉孩子對其父母教養的真實情感感受。

但這些研究多是從兒女的角度探索父愛和母愛的內涵與感受。但這些也僅訪談

一代的兒女本身，兒女真的如實感受到了父母的付出了嗎？王春淑（2007）的

研究就發現國小學童自評「愛父母」，比「被父母愛」的感受還多，可惜量化

研究無法進一步的了解原因何在。故研究者以為，如果能同時對照母親的母愛

程度和其兒女的感受隨時間的具體變化，再透過訪談對照母兒雙方對生命中共

同重大事件的不同觀點，就能更具體明白母兒雙方感受落差的關鍵原因，進而

才能反思母親要如何調整，可使兒女的母愛感受更好。

綜上所述，本研究擬配對母親和兒女，分別參與本研究，想探究母親「內

隱母愛」和「外顯母愛」的變化歷程，及其和兒女母愛感受之間的互動歷程。

然因母兒生命歷程的冗長為本研究的主要限制，本研究聚焦在母愛的付出與其

青少年兒女在成長歷程中所感受到的母愛之互動因素配對分析。

文獻探討

母愛的內涵如何？母親的母愛如何表現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孩子的感受

又如何？本研究廣泛歸納親子間情感互動的相關研究結果。

（一）母愛相關研究

1. 母親內隱母愛

黃淑滿等人（2009）的研究發現，「內隱母愛」指的是一個母親內心對兒

女的母愛，包括對兒女的情感、意志和期望三層面，其中，母愛的情感包含母

親對兒女的擔心、思念、心疼、渴望親近和曾經自覺虧待兒女的愧疚感；母愛

的意志包含母親在日常生活中以兒女為優先的想法、為兒女犧牲的心志和對兒

女不離不棄的責任感，母愛的意志也使母親在家庭逆境中克盡母職；母愛的期

望包含母親對兒女健康、獨立、品德和成就等四大類期望。

上述的研究發現，母親們對母愛保留的原因似乎都和恐懼有關：恐懼子女

不孝、不令人滿意，或者恐懼自己未來的辛苦和無助。故建議母親自我覺察與

反思自己的負向情感來源，多培養情緒管理的能力。因為母親對未來悲觀看法

會折損母愛的意志，故該研究也建議母親即使在困境中仍應對未來抱持盼望。

此外，母親的內隱母愛會影響外在的母愛行為（黃淑滿，2008；2013）。
絕大多數的母親所陳述的，內心對孩子的母愛都多於外在的母愛行為；只有極

為少數的母親，雖然因為不想要孩子或內心對孩子失望到覺得母愛磨盡了，仍

然在行為上給予孩子應有的照顧。故似乎內隱的母愛是外顯母愛的動力之一。

但兩者對兒女的母愛感受之影響有何差別，在文獻上很罕見。

Cheah, Nan, Jin, Yok and Leung（2015）研究母親的溫暖表現、母兒間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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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的品質。透過訪談 70 位華裔和 70 位歐裔育有學齡前孩子的母親，其所覺

察的對兒女表現溫暖的重要性。研究發現即使華裔和歐裔的母親們都知覺表現

溫暖的重要，歐裔美國母親對孩子表現了更多的溫暖，華裔母親反應了文化，

強調養育和工具支持，反之，歐裔美國母親所反應的西方文化更直接表現外在

的溫暖。讀者文摘在 8 個亞洲國家的 38 個地區，邀請 3,212 名 14 至 18 歲的青

少年以評分卡方式給父母打分數，少年就父母在管教、溝通、表達關懷及追求

潮流上的表現評分，以 A、B、C、D、E、F 分別代表「很好」、「不錯」、「普通」、

「一般」、「水準以下」及「不及格」。結果發現泰國、印尼及馬來西亞的父母整

體得分最高（平均獲得 B），而臺灣父母的成績則只有 C+，其中臺灣的媽媽平

均分為 B+，臺灣爸爸表現最差，只有 D-，還輸給香港及新加坡。大約 3 成的

受訪青少年認為，父母對子女的關愛並非無條件的。至於臺灣地區的青少年是

否喜歡父母？ 6 成 5 的受訪比例表示喜歡媽媽，喜歡父親的則不到 6 成，這項

數據也是亞洲各區之中最低（張錦弘，2005 年 6 月 29 日）。

從上述的文化研究可以推知，若孩子可以感受到母親內心的溫暖和關懷，

母愛感受較佳，對母親的回應也較佳。但孩子能否感受到母親的內隱母愛？研

究者設計母親和兒女的配對訪談，希望能有進一步的發現。

2. 母親外顯母愛

黃淑滿（2008）的研究發現，「外顯母愛」指的是母親對兒女的行為，這

些行為表達了母親對兒女的愛，包含母親對兒女的日常生活照顧、管教、陪伴、

忍耐、財務供應和送禮，以及肢體上的親親抱抱等六大類。王春淑（2007）的

研究將父母情感表達分為「直接」情感表達行為：口語表達、肢體表達，以及

「間接」的情感表達行為：關懷支持、生活照顧、學習關注、管教要求。結果發

現當父母對子女越多的「直接」口語與肢體情感表達行為時，子女所知覺愛父母

與被愛的情感越多，且「被愛感」多於「愛父母」 ；另一方面，如果父母對子女

越多的關懷支持、生活照顧、學習關注及管教要求等「間接」情感表達行為時，

子女知覺愛父母與被父母喜愛的情感也越多，但子女知覺自己「愛父母」多於

「被愛感」。可見以增加兒女的親愛感受而言，父母對兒女應有更大膽的直接情

感表達行為（口語表達、肢體表達），而不只於間接的情感表達行為（關懷支持、

生活照顧、學習關注、管教要求）。

在本土的文獻中，研究者歸納出可能影響親子間情感互動的幾大因素，包

括：兒女性別的影響（江文瑜，1995；林如萍，1998；周麗端、廖姿婷，2005
年 10 月；胡斐斐，1986）；出生序的影響（林如萍，1998；韓孝婷，2004；蘇

建文、侯碧慧，1983）；子女數與家務工作量的影響（林如萍，1998；林意瑛，

1998；高淑貴、鄭美蓮、高彩雲，1882）；以及兒女表現與母親期望的影響（宋

鴻燕，2000；高淑貴等人，1882；羅國英，2000）。在黃淑滿（2011）的研究中，

發現母愛上升、下降的因素都與兒女的行為表現有關。兒女好不好帶、孝不孝

順和課業的表現會影響母親的內隱母愛；兒女對母親的要求、受傷或撒嬌等甚

至會增加母親外在的母愛付出程度。

母親的內在情緒和行為也都受孩子的行為影響。Johnson 和 Cohen （1990）
配對研究母親與其 2-5 歲孩子互動，結果發現母親行為的情感品質和孩子同步

的表現有關。正向的母親行為（忙小孩、組織、增加育兒工作、親親抱抱、獎

賞）和孩子同步的正向行為（參加，組織）有關；負向的母親行為（打斷、限制、

嘲弄、使受挫、批評、威脅、叱責、暴力、懲罰）和孩子與母親間非同步的行

為（直接、固執、忽視）有關。Bryan 和 Dix （2009）在實驗室觀察 114 個學步

兒與母親間的互動，由母親評估孩子的活動力、忿怒傾向和社會恐懼。如同預

期，孩子的活動力可以預測母親的忿怒、失望和對孩子興趣的低支持。孩子的

社會恐懼可以預測母親的憂慮、低忿怒、低失望和對孩子興趣的高支持。該研

究的中介考驗證實了，孩子的氣質會影響母親情緒，進而影響母親對孩子的支

持行為；孩子的氣質影響了孩子的順從，也進而影響了母親的情緒。

從本研究的觀點看來，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情感表達，都屬於「外

顯母愛」，直接的情感表達就是外顯母愛中的親親抱抱，間接的情感就是母親

對兒女的日常生活照顧、管教和陪伴等。影響外顯母愛因素有許多，包括母親

本身家務工作負擔等因素，受兒女本身行為表現好壞的影響尤其明顥。

（二）兒女的母愛感受相關研究

俞仲娟（2007）研究三十三位國小高年級兒童所知覺的父母教養之情感意

涵，依兒童所知覺的父母教養分成五種類型家庭：壓力窩、溫暖窩、獨立窩、

寂寞窩和矛盾窩，該研究主要分析不同成長窩裡兒童所知覺的情感意涵。簡單來

說，和兒童所知覺的「父愛母愛」有很大的關係，顯見兒童對親愛的感受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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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其差異。

Schützenhöfer 研究奧地利文化下的母愛類型，訪談五十位平均四十三歲，

年齡遍佈十八至八十四歲的成年男女，將他們口中所述的母親分成四類，權力

型母親、犧牲型母親、自戀型母親和冷漠型母親。該研究很明確地看到孩子們

對母親母愛行為感受，會影響的孩子的人生。我們可以從書中孩子們的口述窺

見這個事實（關旭玲譯，2007）：

「我十五、六歲的時候，真得很想殺掉母親，真的，我就是這麼恨她。她

從來不讓我有自己的想法。她總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想控制我。」—— 一個

權力型母親的孩子

「她在一家洗衣店裡洗了好幾年的衣服，只為了多賺點錢，讓我過的好一

點，讓我可以安心的上學。她很省，什麼都捨不得花。所以我才會這麼不

忍心放她一個人不管」—— 一個犧牲型母親的孩子

「我的出生，就是為了要讓她到處炫耀。我只是個用來展示的孩子。通過

大學會考之後，她要我穿上黑西裝跟她到街上走，好讓她告訴所有的人，

我考上大學了。學業成績是衡量我這個人的一切標準」—— 一個自戀型

母親的孩子

「我經常這麼告訴人家，我絕不要變得跟我母親一樣。那麼冷酷、對什麼

都漠不關心，又自私。只要活著，我絕不要像她一樣，一天也不要。」——

一個冷漠型母親的孩子

黃淑滿（2008）的研究將兒女母愛感受分為三類：「感親恩」指的就是兒

女能感受到母親的愛。「嘆缺乏」包括兒女遺憾母親不能為自己向權威發聲，

無法保護自己；因不被母親期望、受暴和母親無法照顧等主要因素而缺乏母愛

的感受；怨懟母親較重視其他的兄弟姊妹；或兒女害怕母親以愛之名，行控制

之實下所產生令人無法喘息的壓迫感。「恨遺棄」是兒女怨恨母親曾經的遺棄。

兒女所經驗到的各種缺乏都會降低母愛的感受，兒女在這些感受的背後，所經

驗到的是母親不同程度的自私、無能、或無力。這其中，只有兒女體會到母親

為他們著想的「親愛」，是正面的母愛感受。母親外顯的母愛行為施於兒女身

上，會影響兒女對母愛的感受。有些母愛的行為是兒女母愛感受的證據，有些

母親行為使兒女的母愛感受虧損，也有些行為則使兒女怨恨。

什麼因素影響兒女的母愛感受呢？ Weisz（1980）分析 249 位，年齡在 7-17
歲之間的孩子，投稿「為何母親是最偉大的？」為題的社區報紙，分析發現孩

子知覺的母親行為隨年齡而不同：隨著年紀增長，孩子知覺母親給的自主性增

加、控制減少；知覺母親的生理養育也隨年齡減少；知覺母親的心理養育，就

是陪伴（being there），隨年齡而增加。

林如萍（1998）認為：子女性別是影響情感連結的因素之一，她引西方的

研究說明兒子和女兒均表示和自己母親情感較佳，其中女兒又比兒子感覺和父

母親密，另一方面父母親亦認為女兒是他們最鍾愛的子女。但從「期待之情」

來說，兒子相較於女兒來說是老年父母心目中必然的依靠，這是由於在傳統華

人家庭在家族主義之下，父母盡心照顧家庭作為對子女的情感表現，而老來期

待子女反饋、孝養，代間相互共合的支持、控制模式，再加上父系規範根深蒂

固，在「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等觀念的影響之下所造成的。周麗端、廖姿

婷（2005）的研究顯示：女兒在與母親的情感關係，在「總分」、「依附感」、「敬

佩感」、「知心感」、「一體感」、「被重視感」、及「文化反哺」上皆顯著高於兒子。

顯見兒女性別對母親和兒女代間情感關係的影響。在臺灣，傳統母親受文化的

影響對兒女的養育方式不同，也連帶影響了兒女的感受。

王春淑（2007）整理過去的文獻指出：子女知覺正向或負向的親子情感與

父母情感表達行為有關，例如華人父母情感表達行為較含蓄、間接且工具性，

但子女往往也能感受到正向的情感，可以知覺到父母的愛。但子女學了父母含

蓄的情感表達方式，也難以啟齒向父母坦露自己的情感。當父母對子女採取控

制式的愛時，子女比較容易產生負面情感，在缺乏深切瞭解的基礎下，親子間

細緻感情自然難以充分發展。

黃淑滿（2008）的研究發現，同樣的母親行為，不一定導致同樣的母愛感

受，以致於引發不同的兒女回應。顯見在母親行為和兒女的母愛感受之間，還

有其他的影響因素存在，修正著兒女的母愛感受。在該研究中，這些因素包括

兒女讀境揣摩母愛的能力、手足的爭競和兒女的親身經歷三方面。該研究將母

親一生中對上一代母親的母愛感受可歸類為高而愈高型、從谷底攀升型、先降

後升型和起伏型等四類。該研究發現，童年似乎是母愛感受的關鍵期、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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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母愛感受可能降低的重要時期，而生產經驗則是成年後母愛感受再度升高的

重要時期。

綜合看來，母愛感受可能因兒女年齡、親子關係，以及母親情感表達方式

而不同。母親直接或間接的情感表達方式下，子女都能感受到母愛。但是並非

所有母親認為是愛的感情表達方式，兒女都有同樣的感受，在兒女不同的年齡

所解讀的母愛也不同。

研究方法

從研究方法看來，以量化研究來研究親子關係，無法對母親「知覺」自己

內心和行為原因，也無法對子女「知覺」母親行為與其對其自身的影響「歷程」

有明確的說明。從質性研究背景理論之一的詮釋學來看，詮釋論者的焦點是在

人們的信念、感情和詮釋方面，通常使用一些建構性的概念，如文化、社會脈

絡及語言等來重新建構人們的世界觀，關注人們如何地透過「意義」來了解這

個世界（方永泉譯，2003）。這正是本研究為何選擇質性研究方法的原因，希

望藉由母親和其青少年兒女對過去親情互動相關故事的敘說，了解母親和其青

少年兒女雙方對彼此真實生活的不同觀點，對彼此的情感付出、感受和詮釋。

（一）本研究參與者

從文獻看來，母愛可能和親子關係、母親情感表達方式，以及孩子的年齡

和性別有關。本研究設計的目的在探討母愛付出與青少年兒女在成長歷程中的

母愛感受。其中，親子關係和母親情感表達方式原來就是研究的重點之一。在

孩子的年齡和性別的可能影響方面，研究者原擬將孩子的年齡做分層目的型抽

樣，但考量母親和兒女情感互動故事的多寡和深度會影響研究的品質，故孩子

的年齡層不能太小；但孩子的年齡太大的話，其母親的年事較高，生命歷程太

長，不利回溯研究的記憶效應，故選擇育有青少年兒女的母親來做配對研究。

青少年的母親因兒女已成長至青少年，從兒女年幼至青少年，有許多的生

命故事可供敘說，十多年的生命故事也不致於太長，易於母親們的回溯；青少

年兒女本身也已有足夠的生命故事來反思自己對母親的母愛感受。青少年期是

從未成熟的兒童期轉變到成熟的成人期的一個過渡階段，育有青少年兒女的母

親必須面對兒女在身心理上劇烈的變化，必須付出的母愛內涵也較孩子在年幼

時所偏重的日常生活照顧更加多元；面對兒女在青春期的叛逆與偏差行為，可

能考驗著母愛的包容與母愛的陪伴與管教等行為；此階段的母親面對兒女的升

學、選組和就業等問題，可能也想到了孩子的未來，對兒女的期望也變得明確。

母親與青少年的互動質量與內涵也因青少年的特質而顯得豐富。

本研究為配對研究，研究先尋找有時間、有意願、也有能力述說自己的

經驗和情感的「報導人——即育有青少年兒女的母親」（黃瑞琴，1991），經父

母同意後，再邀請其至少一位子女受訪。研究者在實際邀請的過程中發現，這

樣的邀請順序，比先邀請青少年，再邀請其母親受訪的成功率高。研究者雖然

無法先設限參與研究之青少年兒女的性別，但最後發現參與兒女的性別比例相

當，與社會現狀相符，也符合本研究對文獻上所言，性別可能影響母愛付出的

抽樣考量。

故本研究採「綜合的立意抽樣」（陳向明，2002），邀請生命週期處於中年

女性（45 至 65 歲）的母親與其青少年年齡以上的至少一位子女受訪。此法之

邏輯與效力在於選擇資訊豐富的個案 (information-rich case) 做深度的研究，注

重對研究對象的內在經驗，獲得比較深入細緻的解釋性理解（吳芝儀、李奉儒，

1995）。本研究期望經由此抽樣方法對配對母兒進行深度訪問，能深入了解參

與母親的母愛付出，也就是其對兒女的情感表達方式，與其青少年兒女在成長

歷程中所感受到的母愛程度，母兒雙方隨時間的親情變化歷程。考慮生命歷程

的深度訪談原則（吳明清 1991；黃瑞琴，1991），又考量母愛議題對同對母兒

的敏感性，研究者分開訪談同對母兒。

陳向明（2002）提到質性研究大師 Seidman 所說兩點原則，來說明合適

的受訪者人數：（一）充分（sufficiency）：是否有充分的人數以反映母愛付出

和感受的研究中理想的事實陳述；（二）飽和（saturation）：訪談者開始聽到相

同的訊息，而無法再繼續學到新的內容，也無法再發展或修改研究後期所歸類

的親情互動模式。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很快就發現幾乎每位受訪的母親內心的

內隱母愛都多於行為上的外顯母愛，但配對兒女的的母愛感受，則發現歧異性

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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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進一步從外顯母愛的嘗試歸類中，發現母親的「忙碌」是一個母親

外顯母愛付出趕不上內心對兒女的內隱母愛的主要因素之一，後續的歸類中，

發現婚姻和經濟的「困境」也是一個主要因素，故研究者將這兩大因素與其相

關概念歸類成為兩大「範疇」，在配訪受訪母兒的敘說中尋找支持的案例。

研究者假設：母親的外顯母愛付出不同，兒女的感受也不同；另外，兒女

本身的因素也會影響兒女的母愛感受。此法在質性研究中，被稱為「理論性抽

樣」（陳向明 2002）。研究者依此假設繼續訪談，具體分辨受訪母親的忙碌和

困境，也明確詢問受訪青少年對母愛感受程度的因素，繼續發現青少年感受原

因的背後明顯地呈現出青少年的在成長歷程中所發展出的反省能力，影響著母

愛感受的變化。故研究者在配對的母親和兒女的情感互動生命歷程分析中，歸

納出了較為明確的互動類型。

研究者依此判定，本研究所找到的概念與其相關的資料已接近社會實狀，

訪談於是停止。茲將本研究母兒配對受訪者的基本背景表述如下：

表 1 本研究母親參與者及其及青少年兒女參與者背景資料表

編
號

參與母親
參與青少年

受訪
年齡

結婚
年齡

參與母親
家庭狀況

子女年級
 (打 *號者為參與青少年 )

參與母親
教育程度

參與母親
職業

訪談時間
日期 / 約幾小時

1
夢夢
夢女

50
19

30
與丈夫

女兒同住
長女大一＊
次女高二

大學
幼兒園
老師

夢 2013.07.27/3
女 2013.07.20/2

2
悟悟
悟子

36
19

17 喪偶
長子大一＊
長女國三

高職
出版社
銷售員

悟 2013.04.12/2
悟 2013.04.18/2.5
悟 2013.04.25/2
悟 2013.07.07/1
子 2013.07.08/2

3
君君
君獨子

47
13

32
與丈夫

兒子同住
長子國二＊ 碩士

幼兒園
經營者

君 2013.08.14/2.5
子 2013.08.14/1.5

4
花花
花女

44
17

26
與丈夫

兒女同住

長女高三＊
次女高一
長子國二

高職
幼兒園
老師

花 2013.07.14/2
花 2013.07.19/2
女 2013.07.17/2

5
燕燕
燕獨子

40
19

20
與丈夫

兒女同住
長子高二＊ 大學

幼兒園
老師

燕 2013.03.29/2.5
子 2013.03.23/2

編
號

參與母親
參與青少年

受訪
年齡

結婚
年齡

參與母親
家庭狀況

子女年級
 (打 *號者為參與青少年 )

參與母親
教育程度

參與母親
職業

訪談時間
日期 / 約幾小時

6
珍珍
珍女

48
22

25
與丈夫

兒女同住

長女大二＊
次女五專
長子高三

高職
大樓

清潔工
珍 2013.08.19/2.5
女 2013.08.19/2

7
潔潔
潔女

45
18

24
離婚

與兒女同住

長女專三＊
次女國中
長子國一

高職
市場

賣髮飾
潔 2013.08.21/2
女 2013.08.21/1.5

8
玲玲
玲子

39
19

20
離婚

與兒子同住
長子高一＊
次子國三

高職
學校
廚工

玲 2013.08.20/2.5
子 2013.08.20/2

本研究共訪談 8 位母親與其青少年兒女。每名母親參與者面對面訪談 1-4
次不等，研究者每次面訪平均約 2 小時，合共約 26.5 小時；每名青少年參與

者面訪 1-2 次，平均每次約 1-2 小時，合共約 15 小時。本文的受訪母親都用化

名出現，其兒女的稱呼則在其化名後加個「子」或「女」代表；獨生子女則在

其化名後加個「獨子」或「獨女」代表。例如「夢夢」的女兒叫「夢女」，君

君的獨生兒子叫「君獨子」，依此類推。

（二）深度訪談方法

本研究對母愛的定義及深度訪談的重點分母親「內隱母愛」和「外顯母愛」

兩方面說明：

在母親的「內隱母愛」方面：本研究引黃淑滿等人（2009）對母親「內隱

母愛」的研究結果，包含母親對兒女的情感和意志，情感包含母親對兒女的擔

心、思念、心疼、渴望親近和自覺愧疚，意志包括母親為兒女犧牲的心志和不

離不棄的責任感。

在母親的「外顯母愛」方面：本研究引黃淑滿（2008）對「外顯母愛」的

研究結果，包含母親對兒女的日常照顧、管教、陪伴、忍耐、為兒女提供資源

和與兒女親親抱抱等行為。

生命歷程訪談的重點集中在母親回憶其對下一代的「內隱母愛」和「外顯

母愛」付出，這些付出在母親一生的變化歷程，以及母親們如何詮釋這些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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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際經驗。研究者先請母親寫下記憶中和孩子互動的重要事件，及事件發生

時的母愛付出程度及實際對待孩子的行為，儘量引導母親說出該事件的完整故

事。本研究訪談重點有二：

1. 這事件發生當時，妳自覺對這個孩子的愛有多少？以十分為滿分，請妳

給一個分數並說明理由。

2. 這事件發生當時，妳對孩子所做的那些行為是出於母愛的行為？請說明

行為的前因後果。

在訪談青少年參與者方面，訪談集中在其對母親的母愛感受，引導子女

說出對母親母愛感受的生活故事，從有記憶以來到如今的變化歷程，及其對這

些故事的自我詮釋。實際的訪談時先請青少年寫下記憶中和母親互動的重要事

件，以及事件發生時對母親的母愛感受程度與原因，儘量引導青少年說出該事

件的完整故事。

（三）訪談資料的記錄

本研究的訪談配合「生命圖表」（周麗端、唐先梅，2007；Glausen, 1998）
的記錄來引導訪談，這可以加強參與者的回憶，並為研究者提供繼續提問的線

索，使母親與其兒女參與者的生命故事更加完整。在母親方面，生命圖表以兒

女的「年齡」為橫座標，母親「內隱母愛付出程度」及「外顯母愛付出程度」

為縱座標，滿分皆為十分，生命圖表的記錄應用在本研究中，可以幫助參與母

親衡量自己在生命的各階段對兒女的母愛付出程度，再思考背後的原因，母親

的母愛故事因而更加完整，脈絡更加清晰。同樣的，應用在受訪兒女身上，生

命圖表以青少年的「年齡」為橫座標，「母愛感受程度」為縱座標，可幫助青

少年思考自己在各年齡層所感受到的母愛程度及原因為何。研究者對照母親與

其兒女在生命各階段的母愛付出和母愛感受的轉折軌跡，分析出母兒互動的類

型及脈絡因素。

研究者在訪談青少年時，請受訪者回憶：從有記憶以來，你 / 妳所感受到

媽媽對你 / 妳的母愛程度？多數的青少年對學齡前期的記憶較為模糊，故所記

錄的是一個主觀感受的平均分數。也因此，本研究各圖（圖３至圖６）中，除

了夢女自陳有２歲前的母愛感受記憶外，其餘受訪者皆自５歲之後，才開始呈

現母愛感受的分數轉折。

（四）訪談資料的分析

研究資料的分析方面，研究者反覆比較每位母親生命圖表所呈現的「內隱

母愛程度」軌跡，同時使用解釋研究取向（甄曉籣，1996）的主題式分析法歸

納參與母親內在的母愛程度與影響因素，將「內隱母愛軌跡」分出類型。再反

覆比較各類型母親之青少年兒女生命圖表中的「母愛感受」軌跡，配對分析出

各類型「內隱母愛」與其兒女「母愛感受」的互動軌跡與影響因素。

但各類型內隱母愛中，兒女的「母愛感受」歧異性甚大，歸類不易。故研

究者進一步重新分析，重新繪製每位母親的「內隱母愛程度」和「兒女母愛感

受」互動軌跡圖，並加入每位母親的「外顯母愛付出」軌跡一起比較。研究者

反覆比較每對母兒的這三條軌跡，分析出不同的母兒情感互動類型與其影響因

素。

（五）研究倫理

Patton 認為：質性研究無完美的模式和誠實問題，研究者只能盡可能地交

待，然後留給讀者自己判斷（吳芝儀、李奉儒，1995）。研究者依自願原則、

保密原則和公正合理原則來分析本研究對倫理議題的重視。

在自願原則方面，研究者徵求參與母親與其配對兒女的知情同意。在保密

原則方面，研究者在訪談之初，向受訪者保證相關的研究文本與錄音僅作為學

術用途，未來的研究發表，提及受訪者故事的部份都會以化名呈現。

在公正合理原則方面，Chase（2005）在其敘說探究一文中說道：研究者

自己也是生命故事的敘說者。因為研究者在建構母親所敘說的母愛或兒女所敘

說的母愛感受時，研究者也在發展著自己心中的母愛和母愛感受圖象，故照

Chase（2005）的看法，研究者不必拘泥於母親或兒女故事真實性的問題。研

究者只需不斷自我反省：研究者的研究陳述對受訪者是公平的嗎？君君如果知

道自己的母愛被歸類在忙碌的母親，會不會提出辯解？夢女如果知道她被歸類

在懵懂無知的兒女，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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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只能採取保守的做法，在檢視母親和其配對兒女的生

命歷程資料時，注意受訪者是否、又是如何掩飾自我；研究者也在訪談過程中，

隨時、盡量幫助參與研究的母親和配對兒女們，有機會修正無心隱瞞、但卻因

為訪談問題的順序或其他因素而未能完整敘說之處，或被研究者誤解之處，隨

時整理重述、總結、或以換句話說的方式來詢問受訪者這樣的內容是否有其認

為錯誤、不盡詳實，或不能確切表達本意之處；訪談者也就這些未盡完全之處，

或有特殊意義之處，再加以深入訪談。

（六）研究限制

本研究探討母親在生命歷程中的母愛程度的變化，以及配對兒女母愛感

受程度的變化。但由於每個人對於程度的看法與感受不同，因此研究者用生命

圖表縱座標，零到十分的方法來記錄母親自覺的母愛付出和兒女自覺的母愛感

受，期望能縮小配對母兒女心中對程度的看法與感受的差距，此法猶如量化研

究中態度量表的限制：如果母親自覺的「很愛」，只等於兒女自覺的「普通愛」

呢？故本研究除了應用生命圖表十點分數的限制來協助受訪者分辨心中的程度

外，也積極訪問受訪者每個給分背後的原因，希望最後分析出的類型能更貼近

社會實狀。

本研究想釐清母親自覺的內隱外顯母愛付出，和兒女母愛感受之間的落

差，及其可能因素。研究方法上無法精準判別個人對於程度的看法與感受不

同，只能就文字的舖陳來敘明受訪者所自陳之程度背後的故事，再由研究者歸

納其因素與互動類型，實為質的研究的限制之一。

另外，本研究為能達成研究的主要目的，必須所配對的親兒雙方有時間、

有意願、也有能力述說自己的經驗和情感，故本研究採質化研究的立意抽樣，

主要考量母親和其青少年兒女配對受訪的意願和述說能力。直至資料收集完成

以前，共有八個受訪母親；立意滾雪球抽樣的結果，恰好有一半是幼兒園老師，

樣本的區域也集中在高雄市。故本研究結果的無法推論亦為質性研究的限制之

一。

研究結果

（一） 內隱母愛分析

研究者在分析完每一位參與母親的內隱母愛程度變化軌跡歷程後，依其軌

跡的變化反覆比較，共歸類出兩種「內隱母愛」類型：豐富穩定型與一路攀升

型。研究者將同類型母親逐年自評的母愛程度求平均，逐年繪製出同類型母親

的母愛軌跡，可看出同類型母親的內隱母愛程度及軌跡變化 1。比較不同類型的

母愛軌跡走勢及程度。本研究呈現出以下兩種清晰的內隱母愛類型：

1. 豐富穩定型：

許多母親內心對兒女有滿滿的愛，燕燕、君君、潔潔、夢夢和花花都說她

們無論發生什麼事，內心對兒女的愛都不曾下降。從兒女出生到長大的過程中，

只有玲玲曾提到因「生老二」的緣故少了一點點對老大的愛。

2. 一路攀升型：

當年年僅 16 歲的悟悟未婚意外而有悟子，在孩子的學齡前期，內心對孩

子的愛很少，後來發現孩子因她當年養育方式錯誤而遲緩，覺得虧欠而補償性

增加母愛。珍珍在孩子幼小時，將孩子托人照顧，與孩子互動較少，自陳該時

期對孩子的母愛較少；珍珍家貧，無力多栽培受老師稱讚的女兒，虧欠孩子的

珍珍因而覺得自己沒那麼愛孩子；珍珍的內隱母愛程度因子女表現優秀或符合

母親期望而提升；隨著孩子年紀漸長，珍女貼心代母職照顧弟妹，又打工養活

自己，這些好的表現讓她心裏對孩子的愛與日漸增。

研究者：她上學之後妳內心對她的愛有增多？

珍珍：應該到八分，因為帶她（珍女）出去後，虛榮心吧！因為每個人對

她的評語都是很棒的小孩！（珍珍）

1　本研究中，受訪的青少年兒女，最小的國二（14 歲），最大的大二（21 歲），平均年齡約為 18 歲，故
本研究的結果圖以「兒女年齡 / 歲」為橫座標，記錄到 18 歲。在訪談中，研究者盡可能確認母親在目
標兒女生命中的每一年，對兒女的母愛付出程度，直到兒女目前的年紀。但本研究結果的圖 1 和圖 2
呈現的是同類型母親逐年自評的母愛付出程度求平均，研究者原來想捨棄橫座標在 14 歲以後的所有數
據，但考量受訪青少年的平均年齡為 18 歲，最後決定捨棄 18 歲以後的數據，未滿 18 歲，則以最後一
年的分數補滿直至 18 歲，以利讀者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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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母親「內隱母愛」對「兒女母愛感受」變化歷程的比較

研究者將每種內隱母愛類型中，所有母親之配對兒女的母愛感受進行反覆

的軌跡變化比較，歸類出相同母愛類型下，兒女們不同的母愛感受類型。再將

同類型母愛感受兒女的母愛感受程度逐年求平均，逐年繪製出同類型兒女的母

愛感受軌跡。

圖 3 豐富穩定型內隱母愛與兒女感受程度歷程比較圖

由圖 3 看來，母親內心對孩子的愛都很豐富，但孩子們感受到的程度多所

差異。花花、玲玲、君君、燕燕、夢夢和潔潔等六個母親內心都很愛孩子，但

配對這些母親的孩子們，只有花女的母愛感受還算多；玲子因經歷父親家暴，

母親肉身保護的經驗，大大提升母愛感受；君獨子因母親逼他唸他不想讀的音

樂班，母愛感受降到谷底，直到母親兩年後放棄留他在音樂班才逐漸回升。燕

獨子、夢女和潔女的感受都很普通。對於同樣的內隱母愛程度，兒女感受卻如

此歧異，似乎說明了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影響著兒女的母愛感受程度。
圖 2 一路攀升型母親平均內隱母愛程度

圖 1 豐富穩定型母親平均內隱母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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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一路攀升型內隱母愛與兒女感受程度歷程比較圖

在圖 4 中，母親內心對兒女的愛從低處攀升，但珍女的母愛感受在普通程

度起伏，如終沒有像母親攀升到高處。悟子更特別，雖然悟悟當年不想生下悟

子，內心對孩子沒有多少愛，但悟子卻有滿滿的母愛感受，悟子僅國中時期因

自己騎車上下學，減少與母親的互動，才少了一些母愛感受。珍珍和悟悟都隨

著兒女年齡漸長，內心對孩子的愛也愈多，但珍女和悟子的感受落差甚大，這

似乎再次說明了兒女母愛感受的來源不（只）是內隱母愛。

 由本點的分析可知，同類型的母親「內隱母愛程度」，所對應的「每位兒

女母愛感受程度」歧異性甚大，故研究者進一步將「外顯母愛付出程度」也加

入對應「兒女母愛感受程度」的互動軌跡分析，結果如下點。

（三）母親「內隱母愛」與「外顯母愛」對「兒女母愛感受」變化歷程之比

較

研究者反覆比對八位母親的「母親內隱母愛程度」、「母親外顯母愛付出」，

和「兒女母愛感受程度」三條軌跡互動的變化歷程。發現幾乎所有母親的內隱

母愛程度皆高於外顯母愛付出。再反覆比較每對母兒外顯母愛付出和兒女母愛

感受的軌跡，結果歸納出兩類較為清晰的互動類型，一是外顯母愛付出顯然多

於兒女母愛感受的「忙碌的母親和懵懂的兒女」；二是兒女母愛感受顯然多於

母親外顯母愛之「苦命的母親和體貼的兒女」。

圖 5　忙碌的母親和懵懂的兒女：母親外顯母愛付出顯然多於兒女的母愛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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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苦命的母親和體貼的兒女：兒女的母愛感受顯然多於母親外顯母愛付出

1. 忙碌的母親和懵懂的兒女

這類型的母兒中，母親自陳其對兒女的母愛付出，顯然多於其兒女所感受

到的（見圖 5）。潔女、夢女、君獨子和燕獨子的母愛感受程度不及他們母親

自陳的母愛付出程度。有趣的是，他們的母親潔潔、夢夢、君君和燕燕都自陳

她們對兒女的內隱母愛是無條件滿分的，這暗示著兒女的母愛感受較多是受母

親的外顯母愛影響的。

潔潔每天早上下午都在市場賣髮飾，家貧，孩子多，她覺得不要幫孩子做

太多。潔女因母親忙碌、常不在家，與母親互動少，母親會打罵強迫她幫忙許

多家事工作，再加上母親偏心弟弟等負面經驗，母愛感受因而不高。

夢夢自幼父親跑船、母親重度精神疾病隔離，夢夢姊代母職，在左右鄰居

家漂流不定，有這餐沒下餐。夢夢自己說她嫁到好老公，夢女剛出生交由婆婆

帶，三歲才自己帶到上班的幼兒園照顧。夢夢說她好像因為從小沒有受照顧的

經驗，所以不知道怎麼照顧自己的孩子，她常為了孩子脾氣倔強、愛頂嘴而生

氣，母女常衝突，直到孩子高中較不會頂嘴了，母愛付出才再增多，孩子功課

不錯，她出錢供孩子補習、出國、買東西，自覺母愛付出更多了。反觀夢女，

從小只覺得媽媽打人很兇，母愛感受一直不好，直到高中補習多了，少頂嘴就

少衝突了，母愛感受才上升些，現在夢女說她抓到跟母親相處的訣竅了，不吵

架了，但母愛感受仍然沒辦法很好。

夢夢：她（夢女）不聽話就是……妳跟她講什麼她會叛逆跟妳頂嘴……她

又……死不承認就是她的錯……又不承認所以我就修理她……( 夢夢 )

夢女：因為她（夢夢）打人真的，打的很，就是會打很兇！（夢女）

君君經營幼兒園，忙於事業，將獨子托母照顧，減損了對獨子的母愛付出，

獨子國小中年級時，君君力勸獨子讀音樂班，獨子反抗，母子衝突，君君經常

性＂陪＂獨子練琴到半夜，後來終於放棄，君君說此後兒子有事也都找爸爸、

不找她了，外顯母愛付出因而不如內心多。對照君獨子，在訪談中，君獨子顯

然很困擾研究者要他衡量內心的母愛感受，並給個分數來代表感受的程度。君

獨子的母親經常說媽媽愛你，但他沒有從媽媽的口語表達中感受到母愛，甚至

反感。君獨子說他「無法理解」研究者的母愛感受問題，舉不出實例來說明他

的母愛感受，最後只能就年齡給籠統的感受性分數；但他很明確地提到國小中

年級，因為不喜歡母親逼他上音樂班，和母親關係很不滿意；兩相對照下，君

獨子的母愛感受隨著和母親的關係好壞而起伏。

研究者：母愛行為上的付出，妳覺得？ 

君君：我覺得要十分耶！因為都是我陪他（君獨子）練到十點十一點……。

而且我是從學校回來，我已經很累了，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是我就是犧

牲我自己的，然後就是陪他在那邊練。( 君君 )

君獨子：好像那個時候有點不怎麼喜歡我老媽。（君獨子）

研究者：為什麼不喜歡？

君獨子：因為把我踢進音樂班啊！（君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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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燕喜歡獨立的生活，樂於工作但不是很喜歡照顧小孩，她雖然十分愛獨

子，但總覺得有些事應該留給孩子的爸爸做，不該凡事都她做。孩子國中叛逆

晚歸，燕燕心裏很擔心，也常打電話勸告，但也覺得孩子大了，凡事應自己做，

做母親的少管，所以燕燕的母愛付出一直平平。反觀孩子，燕獨子也很困擾研

究者要他衡量內心的母愛感受，他思考良久，認為六分的母愛感受和十分的母

愛感受對他而言沒有差別，他也沒有實例可以說明母親對他的愛。研究者耐心

引導君獨子和燕獨子考量並記錄心中的母愛感受後，發現這兩位獨生子感受到

的母愛程度都明顯不及其母親自陳的母愛給予程度。

燕燕：……玩的時候會玩過頭，然後擔憂更多了……他（燕獨子）是上

國中比較愛玩啦！有一陣子都是玩到先九點、然後十點，就越來越晚這

樣……啊我們就是會常為了這種事情在爭吵這樣子！（燕燕）

圖 7　母親母愛多於兒女感受到的影響因素

綜上所述，這類型的母親或因工作忙碌，或覺得要使孩子獨立、不要為孩

子做太多的養育觀念、或覺得孩子叛逆不聽話、或為了管教的緣故，這型的母

親在行為上，會刻意減少外顯母愛的付出，這或許也是兒女母愛感受較少的原

因。在兒女本身方面，或許是因為「偏心感受」，或者在母親打罵或強迫女兒

照母親的高要求做事，受訪青少年因而萌生「被拒絕的感受」的經驗有關。但

本類型有兩位獨生子，獨享母愛卻也感受不佳，到底是獨生子特別不易感受母

愛？或者是個別母子互動因素使然？有待後續研究的釐清。

2. 苦命的母親和體貼的兒女

歸納的結果，這類型的母親皆為特殊境遇婦女。在這類型的母兒中，兒女

所感受到的母愛程度，多於母親自陳的外顯母愛付出程度（見圖８）。

珍珍的丈夫喝酒、賭博和負債，珍珍說她不會帶孩子，常拿女兒出氣，到

孩子國小中高年級，她才知道如何陪伴女兒，但她很虧欠沒錢栽培在學校表現

好、常受老師稱讚的女兒。珍珍的外顯母愛付出普通，珍女的感受也普通。珍

女幼年因為常常被打，母愛感受不佳；到了國小中年級以後漸漸好轉；其後感

受到母親關心課業，感受更好；感到母親偏心妹妹，母愛感受也略降；青少年

時又因母親限制多而略降。

研究者：小學六年級時，妳的母愛感受升高，有沒有什麼關鍵事件？

珍女：覺得是思考能力吧！過了某一階段，自己比較想得通了！（珍女）

玲玲丈夫沈迷電玩、不工作、家暴，為了工作日夜巔倒的玲玲，孩子全由

公婆照顧，因而覺得自己的母愛不多。玲子自父親肢體和語言暴力的家庭，玲

子原來母愛感受不多，但在小五那年，父親暴力狂打、母親以身相護的事件後

大增，在玲子的眼中，母親做的或許不多，但比較父親已經好很多。

玲子：看她現在這樣子，就是為了我和弟弟，這麼努力工作！（玲子）

悟悟 16 歲，和酒店初識的老公有孕，不想生，17 歲生下孩子後不會照顧，

就一直把孩子關在娃娃床裏，凡事幫孩子代勞；孩子幼兒園，她知道孩子感覺

統合失調，和她錯誤的教養方式有關，就盡力補償孩子；國小時期帶悟子做治

療；但國小中高年級，又因丈夫酗酒外遇，自己像行屍走肉一般，沒有心力在

孩子身上；她說她只被動地滿足孩子的生理需求，無法為孩子做更多，直到真

正離婚後，她才又盡力補償孩子沒有爸爸。

悟悟當年打從內心不愛孩子，不想生下悟子，曾努力使自己流產，也因此，

悟悟和悟子是這四對母兒中，唯一一對兒子對母親的母愛感受，超越母親自陳

的「內隱母愛」程度的。後來悟子出生，與孩子的互動下內心的感情也漸增。

悟悟雖然自覺母愛付出不多，但對悟子而言，對比父親的酒後暴力，母親的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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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已經很多，悟子學齡前被診斷出感覺統合失調，母親因而更多的照顧、陪伴

和支持，在訪談中，悟子自己也知道母親花在自己身上心力比妹妹多，這使得

母愛感受增加；直到國小，悟子因為自己騎車上下學，和母親的互動變少而感

受略降，到了高中以後又因互動多而感受多。

花花因丈夫負債，夫妻常吵架，因而較少心力照顧花女，她也因此覺得虧

欠；孩子年齡漸長，考上音樂班及在學校表現愈好，花花對孩子的付出也相對

更多，沒錢也給孩子擠出補習費，常參與孩子學校活動，母愛付出又更提升。

花花沒錢卻栽培孩子唸音樂班，花女也感受到母親在困難中的照顧，母愛感受

良好，國小高年級時覺得媽媽偏心弟弟而略降，後又因媽媽參與自己的學校活

動、與媽媽的互動多而上升。

研究者：她（花女）進音樂班之後，妳行為上給她的母愛有沒有提高一些？

花花：有，因為那時候她念木笛班啊，我就會覺得引以為傲你知道嗎，包

括一堆老師的小孩也都在那班上，然後我女兒的表現又還蠻好的，……剛

進去的時候她跟我說「媽媽，我想要轉班……。」，她就哭著這樣子講「 因

為我都不會吹啊，我同學他們都會吹……。」，然後後來我就硬著頭皮（花

花負債）讓她去學木笛……（花花）

圖 8　兒女的母愛感受多於母親母愛之影響因素

綜上所述，特殊境遇家庭的母親都因為婚姻或家境的原因，自覺虧待孩子，

沒能給孩子更好的，所以自陳中扣了自己的母愛付出分數，但這類型的母親實

際上卻盡力補償兒女。這類型母親的兒女，眼見母親的苦難，似乎也增強了孩

子的「反省頓悟」能力，孩子顯得早熟，比起其他組的孩子，較多能體諒母親。

綜合而言，將母親生命歷程中的內隱和外顯母愛付出，配對比較兒女的母

愛感受軌跡後，可以發現，母親「外顯母愛」對「兒女母愛感受」的影響大於

母親「內隱母愛」。進一步分析發現，忙碌的母親會刻意減少外顯母愛的付出，

兒女的母愛感受則因母親的偏心或打罵強迫而減少；另一方面，特殊境遇的母

親會因為對兒女的虧欠感而自覺母愛不足，反而更盡力補償孩子，孩子則目睹

母親在困難中對自己的付出，母愛感受較豐。

討論

（一）母親的「外顯母愛」比起「內隱母愛」，影響「兒女的母愛感受」更多

黃淑滿（2008）曾將母親一生中對兒女的「母愛」程度，歸類為十分愛兒

型、下降型、上升型和起伏型等四類。本研究進一步將母愛分為「內隱母愛」

和「外顯母愛」兩方面進行訪談，並配對兒女的母愛感受進行分析。在本研究

中，許多母親的內隱母愛屬於「豐富穩定型」，很少因任何因素減少內心母愛

程度。進一步對應其兒女的母愛感受程度加以分析，發現歧異性大，難以歸類。

再進一步將「外顯母愛付出程度」也加入對應兒女的母愛感受程度，才清楚看

出兩類較為清晰的母兒情感互動類型。這顯示了母親的「外顯母愛」比起「內

隱母愛」，影響「兒女的母愛感受」更多。由此觀之，把母愛分為「內隱」和「外

顯」母愛，比概括式的母愛更能了解母愛的內涵與其對兒女的影響。

在黃淑滿（2008）的研究中，母愛影響因素包括母親的反省、母親的知識、

母親的婚姻關係、母親的工作和時間、兒女的特質，以及兒女對母親的回應等。

在本研究中，母親的母愛付出受到母親忙碌、母親經濟和婚姻處境而來的虧欠

感，子女需求以及兒女表現等影響。故本研究的結果呼應且加深了先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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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圖 7 及圖 8 看來，不論是「母親母愛多於兒女感受」，或者「兒

女感受多於母親母愛」的因素，其實都與親子互動時間及母親教養行為有關：

母兒互動時間多，兒女感受會較深；母親採用嚴厲管教的行為，兒女感受較淺。

王春淑（2007）整理過去的研究發現：當父母對子女採取控制式的愛時，子女

比較容易產生負面情感。俞仲娟（2007）研究兒童所知覺的父母教養之情感意

涵，發現在父母高要求的壓力窩中成長的，和在表現不好就招來父母一頓罵的

矛盾窩中長大的孩子，親愛感受都不好，都常抱怨父母。過去的研究暗示了：

父母的打罵控制，和兒女的母愛感受有負相關。呼應了本研究的結果。另外，

王春淑（2007）自己的研究也發現：如果父母對子女越多的關懷支持、生活照

顧、學習關注及管教要求等「間接」情感表達行為時，子女知覺愛父母與被父

母喜愛的情感也越多。這些「間接」情感表達是需要花許多時間的，這也暗示

著，親子互動時間和兒女的母愛感受有正相關。也呼應了本研究的結果。

（二）母親婚姻際遇不同、母愛付出也不同，兒女感受差異大

黃淑滿等人（2009）的研究發現，夫妻關係不良對「內隱母愛」的影響

不大。但本研究更進一步歸納「外顯母愛」付出和兒女感受之間的互動，卻發

現母親婚姻際遇的不同會影響外顯母愛的付出，進而影響兒女母愛感受：忙碌

的母親會因為想訓練孩子獨立、刻意管教或因孩子表現不良的緣故而減少外顯

母愛的付出，兒女的母愛感受則因母親的偏心或打罵強迫而減少；反而，特殊

境遇的母親會因為對兒女的虧欠感而自覺母愛不足，反而更盡力補償孩子、滿

足孩子的需求，孩子因而感受到母親的照顧支持，這些孩子也因目睹母親在困

難中對自己的付出，母愛感受較豐。這說明了，對個別兒女獨特的付出、陪伴

支持對兒女感受的重要性不容小覷。黃淑滿、周麗端、李盈貞（2009 年 3 月）

的研究發現：母愛，是兄弟姐妹在母親身上競爭的主要目標，多手足的兒女要

的不只是母親的公平，個別兒女都需要專屬的母愛；每個兒女都需要母親是特

別愛自己的記憶，每位受訪的女性都記得，自己媽媽為自己所做的、那些專有

的、不同於其他兄弟姐妹所有的母愛行為；如果缺乏這樣的記憶，則也缺乏母

愛的感受。

一般為家庭工作而忙碌母親，似乎較重視兒女的表現，會因兒女表現而影

響母愛付出，若兒女不聽話難免招來母親的打罵強迫，兒女很難在這類的情況

下感受到母親的愛，有手足的兒女反而容易覺得母親偏心、對自己不好，母愛

感受比母親自認的付出少。故此，一般為家庭工作而忙碌的母親和兒女，容易

有「母親自覺付出較多，但子女感受較少」的現象。相對於婚姻家庭處境困難

的母親和兒女，反而容易有「母親自覺付出較少，但子女感受較多」的現象，

但親子互動、教養方式、母親境遇，或者兒女的自省能力和其他因素，到底何

者是影響兒女母愛感受的最重要因素？在本研究中不得而知。理論上，母親境

遇會影響母親的外顯母愛行為，進而會再影響兒女的母愛感受，但其中，兒女

的「反省頓悟」能力又似乎是重要的中介或調節因素，其影響機制在本研究中

也不得而知。期待後續量化研究的驗證。

研究者也不禁提出疑問：如果一般忙碌的母親，能像處境困難的母親，多

注重滿足孩子的需求、多照顧、陪伴、支持，刻意付出，是否就能大大提高一

般家庭兒女的母愛感受？但這並非意味著忙碌的母親比苦命的母親付出較少，

也有可能是成長於特殊境遇環境中的子女較能夠體恤母親，理解母親的付出所

致；又或者，親子關係好的子女比較容易理解母親要求及管教背後的母愛。質

性研究只能呈現多元社會實狀之描述，其中的影響因素究竟熟輕熟重，其實際

的影響模式亦有待後續研究的實證。

（三）母親的際遇影響兒女經驗反省的能力，是兒女母愛感受的關鍵因素

在黃淑滿等人（2009 年 3 月）的研究中，母親在兒女遇到挫折時的陪伴

和安慰、母親的財務供應、資助和禮物等母愛行為，最能使兒女感到母愛。母

親對兒女的日常照顧和管教，對兒女而言，有則習以為常，無則感受缺乏，但

母親在兒女病中或挫折中的陪伴和安慰，卻是母愛記憶的來源。兒女們習於母

親日常的照顧，不會拿來當做享有母愛的證據，母親的管教也從來不是兒女母

愛感受的證據，但母親的嚴酷和專制卻使兒女缺乏母愛感受。對照本研究歸納

的兩種母兒情感互動類型中，兒女母愛感受的轉折因素來看，一般忙碌母親的

兒女和特殊境遇母親的兒女都很在乎母親偏心誰，比較圖 7 和圖 8 可以發現，

一般忙碌母親的兒女比較多提到母親的打罵強迫，也比較多報告母親偏心其他

手足；而特殊境遇母親的兒女比較多感受到母親的照顧、陪伴和支持，比較多

報告母親對自己的偏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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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苦命母親之兒女的「反省頓悟」似乎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目

睹或身受父親暴力、父母吵架、外遇、負債的兒女似乎比一般家庭的兒女早熟，

較能從經驗反省出母親對自己的愛，提昇母愛感受。這就好像作家朱自清在其

文學作品「背影」一文中，從他的父親邁著肥胖的身軀，穿越鐵道，為他買來

橘子的舉動，感受到濃烈的父愛。劉惠琴（2000）說道：這便是「讀境揣摩」

能力的展現。在本研究中，苦命的兒女較能從母親的日常照顧行為揣摩母愛；

一般懵懂的兒女，較少反省母親忙碌和要求背後的母愛意涵。趙梅如（2004）
在她的研究中發現：子女在承受父母的嚴厲管教施為時，多能體認默會父母行

為背後的愛意。從本研究看來，這種能力似乎與兒女本身的家庭環境有關，一

般懵懂的兒女面對母親的打罵強迫，母愛感受不增反減。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共歸類出兩種「內隱母愛」類型：「豐富穩定型」：很少理由會使心

中對孩子的母愛下降；和「一路攀升型」：兒女年幼時，母親因自身環境困難

或兒女難帶而內心母愛不高，孩子漸長，因母親的補償心態或兒女表現愈好而

增加。本研究也歸類出兩種母兒情感互動類型：一是外顯母愛付出顯然多於兒

女母愛感受的「忙碌的母親和懵懂的兒女」；二是兒女母愛感受顯然多於母親

外顯母愛之「苦命的母親和體貼的兒女」。

婚姻際遇不同的母親，「外顯母愛」表現也不同，又顯然影響了「兒女母

愛感受」。忙碌的母親會因為想訓練孩子獨立、刻意管教或因孩子表現不良的

緣故而減少外顯母愛的付出；反而，特殊境遇的母親會因為對兒女的虧欠感而

自覺母愛不足，反而更盡力補償孩子、滿足孩子的需求。母親的際遇也影響兒

女經驗反省的能力，是兒女母愛感受的關鍵因素。一般忙碌母親的兒女和特殊

境遇母親的兒女都很在乎母親偏心誰，但一般忙碌母親的兒女比較多提到母親

的打罵強迫，也比較多報告母親偏心其他手足，對母親忙碌和高要求背後的母

愛意涵懵懵懂懂；而苦命母親的兒女比較多感受到母親的照顧、陪伴和支持，

比較多報告母親對自己的偏愛，較能從母親的努力工作、日常照顧、陪伴和保

護等行為揣摩母愛。

根據上述，本研究鼓勵母親多將內心對孩子的愛以行動表現出來，不要以

為兒女自己應該知道。華人的情感表達較為含蓄（黃淑滿等人，2009），但本

研究發現外顯的母愛行為才是兒女直接感受的來源，故母親們宜積極展現正向

的母愛行動：多注重滿足孩子的需求、多照顧、陪伴、支持和刻意付出，不要

因孩子叛逆不聽話就減少母愛付出，特別是多支持陪伴，也應給予個別至少公

平、甚至專屬的母愛付出。其次，家庭教育課程應設計引導反思的教材內容，

培養學生對親子互動經驗的反省能力，了解母親在刻意管教或打罵強迫背後那

恨鐵不成鋼的母愛意涵。再者，獨生子女的母愛感受和多手足的子女有何不

同？關鍵的影響因素為何？值得後續研究設計更多的親兒配對研究來釐清。

最後，本研究也建議後續的研究者進一步設計量化的配對研究，驗證內隱

母愛、婚姻狀況、家庭社經背景、母親偏愛和兒女表現對外顯母愛的影響力；

外顯母愛和其他因素對兒女母愛感受的影響力；以及兒女的「反省頓悟」是否

為母親外顯母愛和兒女母愛感受的中介或調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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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Man Huang 1 Li-Tuan Chou 2

“Explicit and implicit Maternal Love” 
and “Perceptions of Maternal Love” of 

Mothers’Adolescent Children in the Course of Their 
Growth-- A Dyadic Analysis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how mother’s “explicit and implicit maternal 
love” affect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maternal love”. We interviewed 8 mothers 
and their paired adolescent children. A life chart was used to record the levels 
of implicit maternal devotion, explicit maternal devotion, and maternal love 
perception. The thematic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method involving an inductive 
orientation was employed. This study categorized two types of implicit maternal 
love: “rich and high” and “continual increase” ,and two type of affectio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explicit maternal love and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maternal love: one is “busy mothers and ignorant children”, the other is ” difficult 
mothers and thoughtful children”. Overall, We found that explicit maternal love 
exerts a greater effect on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maternal love than does 
implicit maternal love. Mothers of difference marital situation will affect the 
explicit maternal love, and thus affect the children’s perceptions: busy mothers 
will deliberately reduce the explicit maternal love,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maternal love will be less because of feeling  mother's favoritism, beating and 
forcing, however, difficult mothers will try to compensate the children for a 
sense of owing children, the mother's special situation seems to make children 
more precocious, better ability to reflect, better, perceptions of maternal love.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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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positive explicit maternal love actions, and reflective family education 
courses are encouraged by this study in school age and adolescence.

Keywords: affectional interaction, maternal love, perception of maternal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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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兒童工作記憶評定量表

之修訂

學童工作記憶能力與其學業成就有緊密的關聯性。為了能夠更有

效地在課室情境中發現低工作記憶學童，發展一份能夠快速施測且容易

計分的測量工具，提供學校教師使用，有其必要性。工作記憶評定量表

（WMRS）是一份由教師根據低工作記憶學童的一些行為特徵進行評定的

行為量表，這份量表已經在國外被成功地用來篩選低工作記憶學童，本

研究旨在將 WMRS 初步修訂成一份適合用來篩選臺灣低工作記憶學童

的量表（WMRS-TW）。為達成此目的，本研究以 93 名國小三年級學童

為研究對象，邀請其導師根據學童平日課堂表現填寫評定量表。研究結

果顯示，WMRS-TW 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信度，而效度分析結果發現，

由導師利用本量表評定的兒童工作記憶能力與利用中文版魏氏兒童智力

量表所測得之記憶廣度間有顯著相關，此外，高低工作記憶兩組學童的

WMRS-TW 評定結果有顯著差異，顯示本量表具有不錯的同時性效標效

度和區辨效度，可以做為一個在自然情境中評估兒童工作記憶能力狀況

的工具。

關鍵詞 : 工作記憶、評定量表、教師、兒童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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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工作記憶是一個在從事複雜認知作業的過程中，用來短暫儲存語文或非

語文訊息，並針對這些訊息進行加工或操弄的心智速記板（Baddeley & Hitch, 
1974）。相當多的國外研究成果指出，工作記憶能力與兒童學業成就表現息息

相關（Gathercole, Brown, & Pickering, 2003）；在課堂中，舉凡閱讀、算術、科

學或其它領域的學習都高度仰賴兒童的工作記憶能力（Alloway et al., 2005）。
兒童在這些學習活動中，通常需要一邊對材料進行某些處理（例如，寫出句子

中的每一個字），一邊將某些訊息保留在腦中（例如，記住該句子或前後的句

子），對於低工作記憶兒童而言，他們無法輕易記住這些指引他們繼續進行活

動的關鍵訊息，以致無法順利完成這些課堂活動，進而減緩學習成效。另外，

要記住一長串指導語對於低工作記憶兒童而言亦是困難的，他們經常在執行下

一個步驟之前就忘了指導語。無法跟上班級活動進度，讓他們很容易在課堂上

分心，因而常被誤認為注意力缺乏或者學習動機低落，殊不知，這或許純粹只

是因為他們忘記了自己已經做了什麼或者接下來要做什麼。假若課堂教師能夠

關照到孩子們在工作記憶能力上的個別差異，適當地調整教學活動進行方式，

給予低工作記憶孩子必要的課堂活動協助，便能讓這群孩子也能夠在課堂中有

效地學習。因此，如何協助現場教師有效地掌握班上孩子的工作記憶能力狀況

乃研究者的當務之急。

傳統上，工作記憶容量可以利用一些標準化作業加以直接測量。例如，魏

氏兒童智力量表（Wechsler, 2004）中的工作記憶分測驗，可以測量兒童在數字

記憶廣度、逆向數字記憶廣度以及字母數字序列回憶測驗中的表現，並以此提

供相對應的工作記憶指數（Working Memory Index, 簡稱 WMI），如果孩童在這

些測驗上的表現低於母群平均值一個標準差以上，那麼便有可能為低工作記憶

者。心理專業或從業人員大多使用魏氏兒童智力量表中的工作記憶分測驗來診

斷出在工作記憶上有潛在問題的兒童；然而，使用這個測驗有兩個限制 : 第一，

這些工作記憶測驗在本質上都是語文的（以數字為測驗材料），這類測驗結果

可能會低估對數字處理有困難者的工作記憶能力，也就是說，這些人在上述這

類工作記憶作業上的表現可能受限於他們在數字處理能力上的不足；第二、使

用魏氏智力量表需要受過一定的專業訓練，未必每位第一線教師都有資格或能

力進行這類測驗的施測。

在 2007 年，英國學者出版了一套自動化工作記憶測驗（Automated 
Working Memory Assessment, 簡稱 AWMA），除了使用數字和文字為材料的語

文工作記憶作業外，也同時納入了非語文工作記憶測驗（Alloway, 2007）。這

套測驗依使用者能力高低決定測驗難度，是一個可以自動計分的電腦化適性測

驗，具有良好的信效度（Alloway, Gathercole, Kirkwood, & Elliott, 2008），且在

測驗實施上，教師毋須受訓便可勝任。雖然如此，AWMA 和魏式兒童智力測

驗都是以個測方式進行，若要針對全班施測，教師必須考量是否有適合的測驗

場地以及是否有足夠的時間為每位學童進行測驗，這往往成為現實上的限制，

降低教師使用這些測驗的意願。

有鑑於此，學者以課室教學活動為情境脈絡，設計了一份兒童工作記憶

評定量表（Working Memory Rating Scale, 簡稱 WMRS; Alloway, Gathercole, & 
Kirkwood, 2008; Alloway, Gathercole, Kirkwood, & Elliott, 2009b），這份量表建

立了一系列與低工作記憶相關的問題行為，教師可利用此量表在平日的課室活

動中觀察並記錄學童發生這些行為的頻率，間接地評定兒童的工作記憶能力，

進而篩選出可能為低工作記憶的高危險群孩童，進行後續的診斷並在課室活動

中提供適當的協助。這份工作記憶評定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Alloway et al., 
2009b），且已經成功地在英語系國家的小學中被用來篩選低工作記憶學童，作

為教師設計課堂活動流程之參考依據（Gathercole & Alloway, 2008）。反觀臺

灣，可供教師使用的同性質量表仍付之闕如，有待建立。本研究之目的即在以

WMRS 為依據，以臺灣學童及其教師為使用對象，修訂一份適合用來篩選臺

灣低工作記憶學童的量表（Working Memory Rating Scale for Children in Taiwan, 
簡稱 WMRS-TW）。

文獻回顧

工作記憶是一個短暫用來儲存訊息並對訊息進行加工處理的心智系統。

Baddeley 和 Hitch 在 1974 年提出的工作記憶理論是被引用最多的理論架構，根

據這個理論架構，工作記憶和短期記憶的區別在於短期記憶並無針對訊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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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處理，只是被動地儲存訊息（Baddeley, 1996; Baddeley, 2000; Baddeley & 
Hitch, 1974）。個體在工作記憶上的個別差異對於新知識和新技能的獲得有深遠

的影響。在課室中，許多教學活動的進行都與工作記憶有關，例如 : 要一邊進

行活動一邊不忘記活動指導語，才能夠知道接下來要進行甚麼活動，而低工作

記憶學童通常無法完成這樣的任務（Gathercole & Alloway, 2008）。

已有相當多的實徵證據指出工作記憶容量會隨年齡而發展（Case, Kurland, 
& Goldberg, 1982; Wang, Allen, Lee, & Hsieh, 2015），研究也發現，兒童的工

作記憶與其各領域學業成就表現有相當密切的關聯性 （Gathercole & Alloway, 
2008; Gathercole et al., 2003; Jarvis & Gathercole, 2003; Swanson & Ashbaker, 
2000; Swanson, Zheng, & Jerman, 2009; Wang & Gathercole, 2013）。在各類有學

習困難的兒童中，如 : 語言、閱讀、數學運算、注意力等，有百分之七十的機

會同時也是低工作記憶者 （Alloway, Gathercole, Kirkwood, & Elliott, 2009a）。

這些低工作記憶學童若能被早期發現並給予適當協助，就能夠提升他們

的學習效能（Gathercole & Alloway, 2008）。目前，除了上文提及的兩套標準化

工作記憶認知測驗—魏氏兒童智力量表中的工作記憶分測驗和 AWMA，也有

三種由教師進行評定的兒童行為量表可做為測量兒童工作記憶的評量工具，分

別為 The 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s （BRIEF; Gioia, Isquith, 
Guy, & Kenworthy, 2000）、Conners Teacher Rating Scale （CTRS; Conners, 2001）
和 The Working Memory Rating Scale （WMRS; Alloway et al., 2009b）。在這些行

為量表中，本研究選用 WMRS 作為編訂中文版工作記憶量表的依據，理由如

下。

第一、BRIEF 是一個用來評定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的行為量表，

其測量的能力包含抑制、轉換、情緒控制、計畫、組織、監控和工作記憶。由

於測量面向極廣，所以試題冗長，必須花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完成評定，這

可能影響教師使用意願。

第二、CTRS 主要用來在課室環境中鑑定注意力缺陷兒童。雖然在

Cognitive Problems/Inattention 這個分量表中有包含了一題與工作記憶相關的題

目 :「忘記已經學過的知識」，然而，這個題項其實也測量到長期記憶，不純然

是工作記憶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低工作記憶兒童通常被誤認為有注意力上的問題，但

是在行為上，低工作記憶兒童的特徵是注意力廣度低和容易受干擾，並無一般

ADHD 兒童有的過動或衝動行為（Aronen, Vuontela, Steenari, Salmi, & Carlson, 
2005）。學者發現低工作記憶學童的行為特徵包括 : 無法跟從課堂指導語、無

法記住活動的細節內容以及無法完成需要多重步驟的活動等。雖然 BRIEF 和

CTRS 都有各自測量到部分這類的行為，但並不完整，WMRS 則能夠全面性地

測量到這些屬於低工作記憶者的行為特徵。

WMRS 共有 20 題，陳述低工作記憶兒童可能有的行為特徵，例如 :「孩

子舉起手要回答問題，但當他被點到時，卻忘了答案。」、「孩子會忘記活動的

下一個步驟。」、「孩子無法專注於活動」。教師根據學童在課室中的行為表現，

判斷某種行為發生的頻率，0 表示很少發生，3 表示總是發生。這個量表的主

要特色是施測容易、施測時間短以及主試者不需經過特別的專業訓練；此外，

教師在設計或進行課室活動時，也可參考量表中所列的低工作記憶學童行為特

徵，適時地在活動進行利用各種輔具幫助低工作記憶學童能夠較順利地跟上正

在進行中的活動，例如，在白板上寫下課堂指導語中每一個步驟的關鍵字。

WMRS 這份量表的編製，首先是透過課室觀察以及教師訪談之方式蒐集

了一系列低工作記憶學童會出現的典型行為，並據此挑選出 20 個最具代表性

的行為表現，編製成一份四點評定量表。這份量表具有良好的折半信度（.97）、
效標關聯效度（與 AWMA 的分項測驗表現有顯著相關，相關為 -.33 ~ -.43）以

及區辨效度（有效區分高低工作記憶學童），可以有效地在課室中用來篩選低

工作記憶學童（Alloway, Gathercole, & Kirkwood, 2008）。研究發現，在量表中

得分高的學童在標準化的工作記憶個別測驗中的表現就較差；另外，由此行為

量表評定的工作記憶能力與經由標準化工作記憶作業所測得的能力間有顯著的

中度相關，顯示這份工作記憶行為評定量表可以反映孩子的工作記憶能力狀

況，同時也提供一個有別於認知面向的行為面向表現（Alloway et al., 2009b）。
WMRS 目前已有具信效度的巴西版本（WMRS-Br）問世（Engel de Abreu et al., 
2014），本研究希冀在此基礎上，將 WMRS 修訂成一份適合用來篩選臺灣低工

作記憶學童的量表（WMRS-TW）。另外，由於 Normand 及 Tannock 的研究結

果指出，比起完整版的量表，僅保留量表中之第 4 題、第 10 題、第 14 題、第

16 題及第 20 題的簡版 WMRS 更能夠有效的評估兒童的工作記憶能力，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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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進行評估時也較為省時（Normand & Tannock, 2014）。而在上述 2014 年的

巴西版本中（WMRS-Br），同時針對完整版量表以及簡版量表的分析結果發現，

簡版量表的確比完整版量表更能夠預測兒童的工作記憶能力（Engel de Abreu et 
al., 2014）。有鑑於此，本研究亦將所蒐集到的資料分為完整版量表以及簡版量

表兩大部分進行信效度分析。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93 名台北市兩所公立國小的三年級學童（49 名女性、  44 名男性）

為研究對象，平均月齡為 106.97 個月，標準差為 3.95 個月。這些學童來自於

有意願參與本研究的教師班級，參加前均事先取得家長知情同意書。其中，有

17 位學童因情緒、學習障礙或其他診斷而正在接受學校所提供的個別學習服

務。因本研究旨在研究中文版工作記憶量表（WMRS-TW）是否能有效作為辨

別低工作記憶能力之學童，故在分析時，亦將這些學童的資料納入分析。在剔

除有漏答問卷一份後（第五題漏答），在完整量表部分，只以 92 人之資料進行

分析；在簡版量表部分，因簡版量表不包含第五題，故以 93 個受試者資料進

行分析。

二、研究程序

（一） 量表翻譯 

研究者依據語意將 Working Memory Rating Scale（WMRS）翻譯成中文後，

與一位有國小導師經驗的代理老師針對翻譯版本進行討論及修改。修改後，邀

請一名國小教師針對中文版量表內容進行討論並給予修改意見。確定翻譯內容

後邀請一名在臺灣從事英語教學多年並有海外留學經驗的高中英文老師將中文

譯文翻回英文，以雙向翻譯方式確保中譯文內容品質。

（二） 針對兒童進行施測

於 2016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利用參與研究學童在校期間的早自習或午休，

以個別方式進行魏氏兒童智力量表中的記憶廣度分測驗，施測地點為學校內的

會議室或安靜教室。

（三） 導師填寫評定量表 

於上述施測結束後一個月內，請參與研究的 93 名學童之班級導師（共六

名）根據學童平日課堂表現，填寫中文版兒童工作記憶評定量表。這些班級導

師皆已教導該班學童近一年時間，對學童平時課堂表現有足夠的了解。

三、研究工具

（一） 中文版兒童工作記憶評定量表（WMRS-TW）

共有 20 題，分別陳述低工作記憶兒童可能有的行為特徵，教師根據學童

在課室中的行為表現，在四點量表上評定某種行為發生的頻率，0 表示很少發

生，3 表示總是發生。

（二） 工作記憶廣度測驗

中文版魏氏兒童智力量表工作記憶量表中的記憶廣度分測驗。記憶廣度分

測驗由順序及逆序背誦兩部分組成，在順序的部分，兒童將聽到一連串的數字

並被要求馬上將所聽到的數字完全照樣說出來；逆序的部分，兒童也將聽到一

連串的數字，但被要求將所聽到的數字以相反的順序念出。每完全答對一題能

得原始分數一分，滿分為 36 分。後將兒童所得分數對照常模轉換成量表分數，

量表分數母群平均數為 10，標準差為 3。

研究結果

本研究將所蒐集到的資料分為完整版量表以及簡版量表兩大部分進行分

析。

一、完整版量表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對所得資料進行信度分析、效標關聯效度分析以及區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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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分別說明如下。

（一） 信度分析

以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為指標，將刪題後能提升量表內部一

致性的題目刪除。分析結果顯示，完整版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74，顯

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在進行各題刪題後，量表之 α 值均無提升

之情形（如表 1 所示）。

表 1 完整版量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號 校正後與總分之相關 刪題後之信度係數

1 .814 .972

2 .758 .973

3 .840 .972

4 .822 .973

5 .675 .974

6 .801 .973

7 .872 .972

8 .693 .974

9 .912 .971

10 .851 .972

11 .872 .972

12 .869 .972

13 .665 .974

14 .866 .972

15 .736 .973

16 .688 .974

17 .848 .972

18 .742 .973

19 .871 .972

20 .811 .972

（二） 效標關聯效度分析

本研究以中文版魏氏兒童智力量表工作記憶量表中的記憶廣度分測驗作為

效標參照測驗。針對 92 名兒童在記憶廣度分測驗的量表分數及其教師針對其

日常課堂行為評估之問卷進行同時性效度分析。參與本研究之兒童記憶廣度量

表分數及完整版 WMRS-TW 之平均得分及標準差如表 2 所示。

表 2 記憶廣度量表分數及完整版 WMRS-TW 之平均得分及標準差（人數＝ 92）

記憶廣度
量表分數

WMRS-TW 原始分數（總分 =60）

男性 女性 學校 A 學校 B

平均數 10.00 14.86 11.13 12.90 13.00

標準差  2.64 15.08 12.33 14.12 12.06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WMRS-TW 之得分（得分越高，工作記憶能力越低）

與記憶廣度分測驗之量表分數（得分越高，工作記憶能力越高）有顯著的負相

關（r= -.219）。表示由教師評定的 WMRS-TW 與兒童在標準化記憶廣度測驗上

之表現，兩者間具有一定的關聯性。

（三） 區辨效度分析

為了解 WMRS-TW 是否能夠有效區分高、低工作記憶能力的兒童，將記

憶廣度量表分數低於量表平均數（10）一個標準差（3）之兒童定義為低工作

記憶兒童（人數 =22），而量表分數高於量表平均數（10）一個標準差（3）之

兒童定義為高工作記憶兒童（人數 =12）。將兩組兒童由教師評估之 WMRS-
TW 分數做獨立樣本 t 檢定，發現兩組兒童所得之 WMRS-TW 分數有顯著差異

（高工作記憶：平均數＝ 5.75，標準差＝ 9.73；低工作記憶：平均數＝ 17.41，
標準差＝ 14.65；t ＝ 2.775，p ＝ .009），亦即，WMRS-TW 分數能有效區分高

工作記憶能力及低工作記憶能力之兒童。

此外，為探討兒童的性別和就讀學校是否對教師評定的工作記憶能力量

表分數產生影響，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別針對兒童的性別和就讀學校進行差

異性考驗。結果發現，由教師評定的工作記憶量表分數，不因兒童的性別（t 
= 1.307， p = .195）和就讀學校（t < 1， p = .980）而有顯著差異。顯示 WMRS-
TW 教師評定分數，不受兒童的性別和就讀學校的影響。

二、簡版量表分析

參考 Normand 及 Tannock 的研究（2012），針對 WMRS-TW 中的第 4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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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題、第 14 題、第 16 題及第 20 題之得分進行信度分析、效標關聯效度分

析以及區辨效度分析。簡版 WMRS-TW 題目如表 3 所示。

表 3 簡版 WMRS-TW 題目

題號 題目

4 在完成活動前就放棄。

10 在進行需要長時間執行的活動時需要老師持續性的協助。

14
無法精確地執行老師給的指令，例如：老師請大家翻到某一頁並且將該頁
中的某個字圈起來，他 / 她能夠正確地翻到那一頁，但卻忘了要圈哪個字。

16 在語言及數學學習上進步幅度很小。

20 需要別人（如：鄰座同學）提醒他 / 她目前正在進行什麼活動。

（一） 信度分析

以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為指標。分析結果顯示，全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11，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如表 4 所示）。

除了第 16 題，在將其它各題刪題後並未見 α 值有提升之情況。由於簡版題目

數已經精簡，且刪除第 16 題，雖然 α 值雖有提升，但幅度極小，故仍將此題

保留進行後續分析。

表 4 簡版量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號 校正後與總分之相關 刪題後之信度係數

4 .813 .884

10 .807 .881

14 .826 .876

16 .658 .912

20 .770 .889

（二） 效標關聯效度分析

將兒童在記憶廣度分測驗的量表分數及其教師針對其日常課堂行為評估之

問卷分數進行同時性效度分析。結果顯示，兒童在簡版 WMRS-TW 之得分與

記憶廣度分測驗之量表得分有顯著的負相關（r = -.207）。顯示簡版 WMRS-TW

及記憶廣度分測驗所測得的兒童工作記憶能力，兩者間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

參與本研究之兒童記憶廣度量表分數及簡版 WMRS-TW 之平均得分及標準差

如表 5 所示。

表 5 記憶廣度量表分數及簡版 WMRS-TW 之平均得分及標準差（人數＝ 93）

記憶廣度
量表分數

WMRS-TW 原始分數（總分 =15）

男性 女性 學校 A 學校 B

平均數 10.00 3.36 2.51 2.85 3.29

標準差  2.64 3.63 3.13 3.45 3.07

（三） 區辨效度分析

為檢視簡版的 WMRS-TW 是否能有效的區分高、低工作記憶能力的兒童，

以記憶廣度量表平均數（10）上下一個標準差（3）做分界，將量表分數在平

均數一個標準差以下之兒童視為低工作記憶能力（人數＝ 22），量表分數在平

均數一個標準差以上之兒童視為高工作記憶能力（人數＝ 13）。將兩組兒童由

教師評定之簡版 WMRS-TW 分數做獨立樣本 t 檢定，發現兩組兒童所得之簡版

WMRS-TW 分數有顯著差異（高工作記憶：平均數＝ 1.23，標準差＝ 2.01；低

工作記憶：平均數＝ 3.86，標準差＝ 3.31；t ＝ 2.928，p ＝ .006），亦即，簡

版 WMRS-TW 分數能有效區分高工作記憶能力及低工作記憶能力之兒童。

此外，為了解兒童的性別和就讀學校是否對教師評定的工作記憶能力量表

分數產生影響，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別針對兒童的性別和就讀學校進

行差異性考驗。結果發現，由教師評定的工作記憶量表分數，不因兒童的性別

（ t = 1.218，p = .227）和就讀學校（ t < 1，p = .658）而有顯著差異，顯示簡版

WMRS-TW 得分，不會因兒童的性別和就讀學校而有所差異。

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以英文版的工作記憶評定量表（WMRS）為藍本，修

訂一份適合臺灣教師在課室中用來評定學童工作記憶的中文版量表（WM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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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現階段主要目標為建立此中文版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有鑑於過去文獻指

出（Engel de Abreu et al., 2014; Normand & Tannock, 2014），比起完整版的量表

（共 20 題），僅保留量表中之 5 題（第 4 題、第 10 題、第 14 題、第 16 題及第

20 題）的簡版 WMRS 一樣能夠有效的評估兒童的工作記憶能力，且在教師進

行評估時也較為省時。因此，在本研究中，針對完整版量表及簡版量表分別進

行信效度的檢驗。

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完整版或簡版 WMRS-TW 皆具有很好的內部一致

性信度，而透過效標關聯效度檢驗，兩種版本的 WMRS-TW 評定結果皆和傳

統的工作記憶廣度測驗結果有顯著相關，具有不錯的同時性效標效度；而區辨

分析結果指出，兩種版本的 WMRS-TW 也都能夠有效區分高工作記憶兒童和

低工作記憶兒童，具有良好的區辨效度。此外，不論哪一種版本的施測結果都

不會因為兒童的性別以及就讀學校而有顯著差異，可見此修訂量表可適用於不

同性別以及不同學校環境的兒童。

綜合上述，本研究結果建議，不論是完整版或簡版 WMRS-TW 皆具有不

錯的信效度，且具有施測容易、時間短、不需額外準備測驗材料以及對於主試

者的專業訓練程度要求不高之特色，讓現場教師很容易地便可以初步篩檢出班

上可能有工作記憶問題的兒童，做為接受進一步接受詳細檢測的依據。礙於有

限的研究經費，本研究以便利取樣方式招募研究樣本，初步建立量表的信度與

效度，但樣本數不大，且僅侷限於單一年級的 90 多名學童，所建立之信效度

仍有待後續研究以具年級代表性且人數較多的樣本加以進一步檢驗。另外，由

於沒有大範圍收集具全國代表性的各年齡層樣本，因此無法建立常模，未來研

究應收集具代表性的全國大樣本，以求建構本量表的臺灣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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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min Wang1

Working Memory Rating Scale for 
Children in Taiwan (WMRS-TW)

A close link between working memor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children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identify poor working memory children more 
effectively, it is important to provide classroom teachers a screening tool that can 
be rapidly administered and simple to score. The Working Memory Rating Scale 
(WMRS) is a teacher-completed rating scale that reflects behavioral difficulties of 
children with poor working memory. It has been successfully used by classroom 
teachers to identify children with poor working memory.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Mandarin version of Working Memory 
Rating Scale (WMRS-TW) in a population of school children in Taiwan. The scale 
was developed based on one sample of 93 grade 3 students and their teachers. The 
findings indicate good internal reliability and adequat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for 
use as a tool to understand development of working memory. Lower teacher ratings 
on the WMRS-TW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scores on the digit span subtest in 
the WISC-IV (Chinese version). Also, children with low and high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were rat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ly by their teachers.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WMRS-TW can be a complementary tool by which to reliably assess working 
memory in children via everyday behaviors in the natural classroom environment.

Keywords: children, rating scale, teacher, working memory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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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原住民族幼兒

敘說能力與聲韻覺識的關係初探

本研究目的是了解部落原住民族幼兒的敘說能力與聲韻覺識表現，

並探討敘說能力與聲韻覺識之間的相關性。研究對象為 20 名就讀臺灣北

部原住民族地區的公立幼兒園，5 至 6 歲原住民族幼兒。本研究皆以個

別施測進行，透過訪談蒐集其個人生活經驗敘說語料，並使用聲韻覺識

工具測量其音節、聲調、尾音及首音覺識能力。研究結果顯示，在敘說

能力方面，原住民族幼兒敘說之總子句數偏少，敘說之總詞彙數內部差

異偏大，且敘說結構大多為二或三個事件敘說與青蛙跳敘說，故事普遍

沒有明顯的高潮與結尾。在聲韻覺識方面，原住民族幼兒的音節與尾音

覺識表現普遍優於聲調與首音覺識，且尾音與首音覺識有顯著相關。原

住民族幼兒敘說之總子句數、敘說結構與音節覺識皆有顯著相關。最後，

本研究亦根據結果提出相關討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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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學前幼兒的口語能力與其閱讀發展有密切的關聯（Whitehurst & Lonigan, 
1998），而早期幼兒的敘說發展和未來的語文能力及學業能力也已證明顯著相

關（Griffin, Hemphill, Camp, & Wolf, 2004）。Snow、Porche、Tabors 與 Harris
（2007）的研究發現 5 歲幼兒的敘說表現能預測他們在四年級、七年級、十年

級的閱讀理解能力。Hipfner-Boucher 等人（2014）以 Bialystok（1993）的後

設語言理論為基礎，提出口語敘說發展與聲韻覺識發展有相近的認知處理歷

程，因為此兩項能力都必須在脫離意義脈絡的情形下，將注意力集中在敘說

或語音的結構，才能夠順利完成任務。也有許多相關研究支持兩者之間的關

聯 性（Hipfner-Boucher et al., 2014; Lynch et al., 2008; Pinto, Tarchi, & Bigozzi, 
2016; Storch & Whitehurst, 2002）。國內外已經累積不少研究顯示聲韻覺識是早

期識字解碼的一項重要後設語言能力（林珮伃、林宛儒，2015；宣崇慧等人，

2012；Huang & Hanley, 1997; Shanahan & Lonigan, 2010）。而相關文獻也支持後

設語言是從幼兒年幼的時候就伴隨著語言習得而萌發，且後設語言發展與語言

的理解及表達是相互影響、彼此促進的關係（Chaney, 1992; Dickinson, McCabe, 
Anastasopoulos, Peisner-Feinberg, & Poe, 2003;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2005）。原

住民族學生與低社經家庭背景學生普遍學業成就低落的情形，一直受到國內外

學者的關注（簡淑真、 曾世杰， 2007；簡淑真，2010），而早期敘說能力（Griffin 
et al., 2004）和聲韻覺識能力（宣崇慧、盧台華，2006）對於之後的讀寫能力有

預測效果；因此本論文以 Bialystok 的理論為基礎，將探究部落原住民族幼兒

之口語敘說能力與其聲韻覺識發展之關係，以期瞭解部落原住民族幼兒在接觸

幼兒園教育之初在敘說能力及聲韻覺識發展上的相關情形，同時提供幼兒園教

師於課程設計的建議，如同辛靜婷（2016）的研究指出，以雙語雙文化的概念

設計語文活動，著重於部落原住民族幼兒之聲韻覺識發展，有助於部落原住民

族幼兒的注音符號能力。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和動機，本論文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部落原住民族幼兒敘說能力的表現為何？

二、部落原住民族幼兒聲韻覺識的表現為何？

三、部落原住民族幼兒敘說能力與聲韻覺識能力之關係為何？

文獻探討

一、幼兒之敘說能力相關研究

口語敘說是蘊含了文化、認知以及情感內涵，提供意義建構以及自我表現

雙重功能（McCabe, 1997）。透過口語敘說人們能夠深入了解自己所處的社會，

了解他人的想法、行為背後的原因以及行為所代表的意義，也可以藉由口語敘

說來依照順序組織以及重現自己的經驗（McKeough et al., 2008）。

Labov（1972）將口語敘說定義為：「一種透過有順序的口語子句匹配實際

發生順序的事件，簡要重述過去經驗的方法。」（Labov, 1972, pp. 359-360），根

據 Labov（1972）的敘說結構理論，一個完整敘說包含摘要（abstract）、背景

（orientation）、複雜化行動（complicating action）、評論（evaluation）、結果或

解決（result or resolution）、結尾（coda）等六個要素，其中摘要是指敘說的開

始以一至兩個子句來概述整個事件，背景是指敘說事件所發生的時間、地點、

人、從事活動或情況，複雜化行動是指一連串事件的描述，評論是指敘說者表

示敘說的意義，包括敘說的原因以及敘說者所指的意思，結果或解決是指一連

串事件的終止或問題的克服，結尾是指提示敘說結束的訊息。

Peterson 與 McCabe（1983）以 Labov（1972）的敘說結構理論為基礎，發

展高潮分析法（high-point analysis），而 McCabe（1997）彙整以高潮分析法探

討歐裔北美幼兒口語敘說的相關研究發現，幼兒在 2 歲時，主要是單一事件敘

說，意指敘說只有包含一個事件；幼兒在 3 歲時，逐漸發展為兩個事件敘說，

意指針對一個事件有兩項陳述或敘說兩個事件；幼兒在 4 歲時，開始出現青蛙

跳敘說，意指敘說兩個以上的事件，不過這些事件的時序經常是錯綜的，不太

容易讓聽者跟隨敘說的走向；幼兒在 5 歲時，最普遍的是結束於高潮敘說，意

指敘說一連串具有時序的事件，不過在完成這個故事以前，已經提早結束敘說；

幼兒在 6 歲時，多數發展出經典敘說，意指敘說的開始先有摘要，簡單介紹即

將敘說的內容，接著，敘說一些相關事件，鋪陳至高潮出現，並且評論高潮，

最後，敘說一個結尾來完成這個故事。

國內研究方面，Lai、Lee 與 Lee（2010）探討南韓與臺灣學前幼兒的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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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說發展比較，以 3 至 5 歲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幼兒作為研究對象，透過訪談

幼兒看醫生的經驗來了解其口語敘說表現，並且以 Peterson 與 McCabe（1983）

發展的高潮分析法編製 1 至 8 個等級的評分表進行敘說結構評分。研究發現，

在 5 歲幼兒組，韓國幼兒的敘說結構得分傾向平均分散於 3 至 8 等級，其中以

「連續事件敘說且無高潮有結尾」比例最高，占 27%，其次為「結束於高潮敘

說」，占 23%；而臺灣幼兒的敘說結構得分橫跨 3 至 7 等級，分布情形相對集中，

以「青蛙跳敘說」的比例最高，占 50%，其次為「連續事件敘說且無高潮有結

尾」，占 27%。針對 5 歲南韓幼兒與臺灣幼兒在敘說結構上的差異，此研究提

出幼兒的敘說結構特徵可能受當地教育與育兒經驗所影響。

在原住民族部落，原住民族說故事者（storyteller）通常不會一次說完整

個故事，而是選擇敘說特定的故事片段，這些片段之間的連結是隱含的，聽者

的參與便是持續累積這些與故事相連的元素，並且自行在心中做連結（Ball & 

Bernhardt, 2008）。原住民族幼兒敘說的故事可能不像大部分主流文化的幼兒所

說的故事，原住民族幼兒的故事雖有情節，但沒有發展的角色、沒有待解決的

問題、也沒有明顯的結論。往往主流文化的老師可能會覺得原住民族幼兒所說

的故事沒有重點，或者認為原住民族幼兒在故事結構的掌握有些困難（Ball & 

Bernhardt, 2008; Crago, Eriks-Brophy, Pesco, & McAlpine, 1997; Cuneo, McCabe, 

& Melzi, 2008; Dunn, 2001; Holmes, 1998）。

目前臺灣學界對於原住民族幼兒的敘說發展還須更多的研究投入。蔡敏玲

（2009）蒐集泰雅族幼兒在幼兒園裡假日分享的生活經驗敘說的研究指出，在

生活經驗敘說中，泰雅幼兒「靠著大量對話、誇張的情節和聲音的模擬，敘說

被轉化成小型的個人表演。」（頁 49）。賴文鳳與陳妍妤（2017）分析原住民族

幼兒和非原住民族幼兒之口語敘說中使用評價語言的差異為何，研究結果發現

幼兒重述最喜歡的卡通故事時，原住民族幼兒使用較多的「感知語詞」、「重複

語詞」，而非原住民族幼兒則使用較多的「意圖或希望語詞」、「引述語詞」。綜

上所述，本論文將使用高潮分析法來分析原住民族幼兒的生活經驗敘說語料，

以瞭解原住民族幼兒的敘說發展情形，以看醫生的經驗作為訪談主題，選擇此

主題的原因主要是對於臺灣絕大部分的幼兒來說，生病去看醫生的經驗相當普

遍。

二、幼兒之聲韻覺識相關研究

後設語言（metalinguistic），又稱為語言覺識（linguistic awareness），是指

一種較高層次的語言能力，能夠在脫離語言意義及脈絡的情況下，注意到語言

的不同形式，並且把語言當作一個具體的物品來思考，可以操弄語言的要素，

像是音素、詞彙以及語句（Bialystok, 1993）。其中，聲韻覺識指對於語言之聲

音結構的了解，能夠將口語詞彙切分為數個音素以及將數個音素組合成詞彙，

並且是一種普遍而跨語言的能力（Anthony & Francis, 2005; Bialystok, 1993），

此項能力的發展主要隨著幼兒年齡增長，而能夠察覺詞彙中越來越小的語音單

位（Anthony & Francis, 2005）。例如，3 歲的幼兒能說出「花」的聲音，但無

法覺察「花」的聲音是由「ㄏ」和「ㄨㄚ」合成的。但當幼兒年紀漸長，他們

逐漸能夠區辨「ㄏ」和「ㄨㄚ」的聲音組成了「花」的聲音。

在拼音文字的相關研究中，聲韻覺識普遍被視為預測幼兒閱讀能力的重要

指標（Shanahan & Lonigan, 2010），而針對中文閱讀的幼兒，Huang 與 Hanley

（1997）研究剛入學的 40 名 6 歲幼兒，研究發現剛入學之 6 歲幼兒的聲韻覺識

與小學第一年結束的識字有顯著相關，宣崇慧與盧台華（2006）探討平均年

齡 7 歲學童之聲韻覺識、口語詞彙知識及字詞閱讀的發展，並且從國小一年級

追蹤至二年級，其研究顯示一年級聲調覺識與二年級閱讀表現有相關，宣崇慧

等人（2012）探討 330 名幼兒園大班下學期幼兒的聲韻覺識、聲韻解碼、快速

自動唸名及視覺記憶等認知技能對於其小學一年級下學期識字困難的預測效

果，研究指出聲韻解碼是識字困難學前顯著預測變項。近年，林珮伃與林宛儒

（2015）針對幼兒園大班的幼兒進行研究，結果顯示聲韻覺識對於學前幼兒的

識字高低最具區辨能力，其次為注音符號能力以及視知覺能力，上述研究結果

皆支持聲韻覺識是早期識字解碼的一項重要後設語言能力。

目前針對臺灣原住民族幼兒使用國語的研究較少；蔡中涵（1996）研究發

現，臺灣原住民族學童描述經驗時，較多以具體的事物為比喻，而且比較多直

接表達自身的看法；而非原住民族學童，則較多以抽象的符號表達概念。譚光

鼎與林明芳（2002）則發現，原住民族學童運用較多的感知語言以理解他們的

經驗，他們對於周遭環境的聲、光、顏色、氣味等覺知較敏銳，因此運用較多

的感知詞彙描述經驗。臺灣尚未有關於原住民族幼兒聲韻覺識發展的研究，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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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辛靜婷（2016）針對東部以魯凱族為主之幼兒園幼兒進行雙文化聲韻介入課

程研究，辛靜婷發現在聽音辨認注音上，聲韻介入課程可能對於中班幼兒的助

益較大，參與和未參與課程之兩組大班幼兒的表現沒有顯著差異。而國外的

研究發現原住民族幼兒的聲韻覺識發展普遍落後於非原住民族幼兒（Timms, 

Williams, Stokes, & Kane, 2014; Williams & Masterson, 2010; Wolgemuth, Harper, 

Hernandez, & Helmer, 2013），探討影響原住民族幼兒聲韻覺識發展的相關因素

研究指出，原住民族幼兒可能比非原住民族幼兒擁有較少的字母知識（Williams 

& Masterson, 2010）。此外，有研究發現，原住民族幼兒的聽力健康狀況及家中

語言的聲韻並非影響其聲韻覺識表現的主要原因（Timms et al, 2014; Wolgemuth 

et al., 2013）。

截至目前為止，關於針對臺灣原住民族幼兒之中文聲韻覺識發展的研究只

有上述辛靜婷（2016）的研究發表，不過，辛靜婷的研究焦點並非探討原住民

族幼兒的聲韻覺識發展，而是探討語文介入課程對原住民族幼兒注音符號學習

的成效。本論文嘗試初探臺灣原住民族幼兒之中文聲韻覺識發展狀況，希望有

助於學界了解原住民族幼兒之語言能力情形。

三、幼兒敘說能力與聲韻覺識之關係

Bialystok（1993）提出一個理論架構來解釋幼兒後設語言能力的萌發，此

理論前提是隨著幼兒的語言能力發展，後設語言能力亦會逐漸發展（Chaney, 

1992; Dickinson et al., 2003; 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2005），

而幼兒的語言能力從溝通對話達到後設語言之運用是一種表徵能力的改變。

後設認知處理能力包括表徵結構的分析以及注意力處理的控制，分別說明

如下：

（一）表徵結構的分析（analysis of re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

意指幼兒對於語言的表徵結構的分析會經歷三個階段的演進，Bialystok
（1993）按照依賴溝通脈絡的高低而排序，分別為概念表徵、形式表徵以及符

號表徵，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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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表徵結構的分析示意圖

概念表徵（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是指將世界的意義進行編碼，而不

包含語言結構的知識。雖然幼兒能夠說出語法結構良好的語句，他們經歷了語

言表達的過程，但是並沒有證據顯示幼兒對於這些語言結構具有明確的概念。

舉例來說，幼兒的口語敘說即屬於此層次。

形式表徵（formal representation）是指明確地編碼語言結構，這些表徵包

含語言單位的辨別，像是詞彙、聲音、語句。藉由具體支持性的材料，4 至 5

歲的幼兒能夠辨認詞彙中的聲音、分割語句為數個詞彙，以及可以發現某個語

句違反了一些結構上的規則。舉例來說，聲韻覺識即需要此層次的表徵能力，

幼兒才能夠覺察語言的結構，得以辨認、組合或分割語音。

符號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是指在形式系統中的抽象概念，以明

確的符號作為基礎來編碼所選擇的特徵、屬性以及功能。當幼兒已經澄清語言

的結構以後，他們將持續學習語言系統與意義之間的關聯，當字母、聲音以及

詞彙是以符號表徵，它們被理解為符號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它們的功能是象徵

一個意義，幼兒知道符號代表什麼，並且才能夠學習閱讀。舉例來說，注音符

號即以符號代表語音，藉由連結過去已知詞彙的語音，幼兒能夠理解數個符號

組合所代表的意義，未來也可以應用於認識中文字。

（二）注意力處理的控制（control of attentional processing）

意指在語言使用的當下，選擇性地注意某一個表徵之不同面向或不同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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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尤其是在語言包含模稜兩可或衝突的情況時，此項處理成分將變得特別明

顯。

Bialystok（1993）強調不論在日常語言的使用，或者後設語言任務，兩者

認知處理歷程都是相同的，皆涉及認知處理歷程，包含表徵結構的分析以及注

意力處理的控制。Hipfner-Boucher 等人（2014）以 Bialystok（1993）理論為基礎，

進一步指出故事敘說與聲韻覺識之間的關聯性，幼兒說故事的時候，必須選擇

注意在故事的結構，包含故事背景、引發事件、結果等；相似地，幼兒在處理

聲韻覺識任務時，也需要脫離語言意義以及脈絡，選擇注意語言的語音結構，

像是語句、音節、音素等，兩者均運用到認知處理能力。至今也有許多研究支

持幼兒口語敘說與聲韻覺識的相關性（Hipfner-Boucher et al., 2014; Lynch et al., 
2008; Pinto et al., 2016; Storch & Whitehurst, 2002），並且有研究指出隨著年齡增

長、接受正式教育，兩者之間的關聯便逐漸消逝（Storch & Whitehurst, 2002）。

本研究將以 Bialystok（1993）理論為基礎，控制年齡的影響，探討幼兒

口語敘說與聲韻覺識之間的相關性，探討幼兒從比較依賴溝通脈絡的概念表徵

（敘說能力）與較少依賴溝通脈絡的形式表徵（聲韻覺識能力）之間的相關性，

意即本研究將探討概念表徵支持形式表徵的程度，進而了解此一理論對於學習

中文的原住民族幼兒語言發展是否也成立。

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灣北部地區，經政府核定為原住民族地區的 3 所公立幼兒園

取樣，選取年齡滿 5 足歲的原住民族幼兒共 11 名，男幼兒 7 名，女幼兒 4 名，

平均月齡 63.64；年齡滿 6足歲的原住民族幼兒共 9名，男幼兒 1名，女幼兒 8名，

平均月齡 76.56；合計 20 名原住民族幼兒，平均月齡 69.45。研究發現，臺灣

現今幼兒園的注音符號教學相當普遍，大多數幼兒入小學前皆有接觸注音符號

的拼讀相關經驗，能夠進行聲韻覺識或注音符號能力的檢測（林珮伃、林宛儒，

2015；宣崇慧等人，2012）。

本研究同意參與研究之家長填寫問卷以蒐集幼兒的背景資料，而後參考黃

毅志（2003）的「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將父母的職業對應

其五等社經地位，數字越大代表社經地位越高，以父親與母親任一方社經地位

較高者，作為家庭代表。分析結果顯示幼兒大多數來自社經地位偏低的家庭，

父母親教育程度皆以高中職為主，家中主要使用的語言為國語，而且總是使用

及經常使用國語的比例達 95%，族語使用則偏向偶爾使用（佔 70%），因此，

本研究對象雖屬原住民族，其口語能力與聲韻覺識表現，主要仍受到國語的影

響，受到族語聲韻、基本結構以及語用方面的差異影響相對較小。由於目前臺

灣的教育體系所使用的語言仍以國語為主，本研究希望能瞭解原住民族幼兒使

用主流語言的能力，以期予以合適的協助，因此本論文仍以國語為施測語言。

詳細的家庭社經背景分析結果請參照表 1、表 2、表 3。

表 1 父母教育程度摘要表

父親人數（%） 母親人數（%）

教育程度

國小 1（5） 0（0）

國中 5（25） 5（25）

高中職 12（60） 10（50）

大學 1（5） 3（15）

未填 1（5） 2（10）

表 2　家庭社經地位摘要表

幼兒人數（%）

五等社經地位

第一級 1（5）

第二級 11（55）

第三級 2（10）

第四級 0（0）

第五級 2（10）

未填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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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幼兒語言背景摘要表

幼兒人數（%）

家中主要使用的語言 國語 17（85）

國語及族語 1（5）

國語及閩南語 1（5）

族語 1（5）

家中國語使用頻率 總是使用 13（65）

經常使用 6（30）

偶爾使用 1（5）

沒有使用 0（0）

家中族語使用頻率 總是使用 1（5）

經常使用 4（20）

偶爾使用 14（70）

沒有使用 1（5）

二、研究工具

（一）個人生活經驗敘說

本研究參考 Peterson 與 McCabe（1983）的訪談方式，訪談幼兒看醫生的

經驗，以個人生活經驗敘說來評量幼兒在口語表達的表現，包括以幼兒語料分

析程式（Child Language Analysis, CLAN）分析語料項目之總子句數、總詞彙數、

相異詞彙數、校正後相異詞出現率，以及使用 Lai等人（2010）所編製的評分表，

以 Peterson 與 McCabe（1983）發展之高潮分析法（high point analysis）分析敘

說結構的得分。

本研究以錄音筆蒐集幼兒個人生活經驗敘說的語料，並且採用幼兒語料

交換系統（Children Language Data Exchange System, CHILDES）（MacWhinney, 
2000）所使用的代碼格式（Codes for Human Analysis of Transcripts, CHAT）來

進行語料之轉譯。在語料的斷句方面，本研究以子句（clause）作為斷句單位，

參考 Berman 與 Slobin（1994）的定義，子句指的是「表達單一情況，包含活

動、事件或狀態」，在語料的斷詞方面，本研究以詞作為斷詞單位，參考自教

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教育部，2015）的定義，詞是指「語句中具有完整

概念，能獨立自由運用的基本單位」。語料轉譯完成以後，再以幼兒語料分析

程式（CLAN）進行分析，本研究之語料分析項目，參考自錡寶香（2001）的

定義，分述如下：

1. 總子句數：指幼兒說出的總共句數。

2. 總詞彙數：指幼兒說出的總詞彙數。

3. 相異詞彙數：指幼兒說出的不同詞彙總數。

4. 校正後相異詞出現率：指相異詞彙數 ÷                     的數值。

基於「校正後相異詞出現率」相對「相異詞彙數」更貼近幼兒的實際能力，

本研究以「校正後相異詞出現率」作為幼兒詞彙量表現的指標，並且與「總子

句數」、「總詞彙數」等語料分析項目進行相關分析。

敘說結構評分方面，本研究參考 Lai 等人（2010）所編製的評分表進行評

分，將敘說結構分為無結構、單一事件敘說、二或三個事件敘說、青蛙跳敘說、

連續事件敘說且無高潮或結尾、連續事件敘說且無高潮有結尾、結束於高潮敘

說、經典敘說等八種敘說結構，依序評分為 1 至 8 分。敘說結構之定義如表 4。

表 4　敘說結構之定義

等級 敘說結構 定義

1 無結構 敘說一些非個人經驗的事情。

2 單一事件敘說 敘說涵蓋單一事件。

3 二或三個事件敘說 針對一個事件有兩或三項陳述；或是敘說兩或三個事件。

4 青蛙跳敘說 敘說兩或三個以上且時序錯綜的事件。

5 連續事件敘說且無高潮和結尾 敘說一連串具有時序的事件，不過沒有高潮和結尾。

6 連續事件敘說且無高潮有結尾 與等級 5 的定義相同，不過涵蓋結尾。

7 結束於高潮敘說
敘說一連串具有時序的事件，並且涵蓋高潮，不過沒有
提供任何解決。

8 經典敘說
敘說的開始先有摘要，簡單介紹即將敘說的內容，接著，
敘說一些相關事件，鋪陳至高潮出現，並且涵蓋解決、
評論以及結尾。

信度方面，本研究從樣本中隨機抽取 20%，進行評分者一致性分析。由一

位理解子句、詞彙以及敘說結構評分定義之研究者重新斷句、斷詞以及敘說結

構評分，子句一致性達 86.67%，詞彙一致性達 96.36%，敘說結構評分一致性

達 100%。

總詞彙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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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韻覺識工具

本研究引用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大腦與語言實驗室之聲韻覺識工具

（李佳穎、鄭盈吟，2017）來評量幼兒在聲韻覺識的表現。此測驗以個別方式

進行，讓幼兒注意聽電腦程式中的三個機器人分別發出的聲音，從其中兩個機

器人，選出與目標機器人所發出的聲音聽起來比較相像的機器人，當幼兒聽不

清楚時，可要求反覆聽直到清楚為止。此測驗包括音節覺識 15 題、聲調覺識

12 題、尾音覺識 15 題以及首音覺識 12 題，每一測驗項目皆有 2 題練習題，如

果幼兒不會或答錯，則告訴幼兒正確答案，但是不指導聲音的哪個部分相像，

確認幼兒已經理解題意以後，再進入正式題，答對 1 題得 1 分。本研究施測之

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值，音節覺識為 .70，聲調覺識為 .34，尾音覺識

為 .52，首音覺識為 .33。

三、研究程序

為了降低幼兒的不安與緊張感，在取得家長和幼兒園教師同意之後，研究

者先每週 1 至 2 次與幼兒相處互動，再進行一對一施測。二種類型的測驗分為

2 至 3 次完成，每次施測時間約 10 至 30 分鐘。由於聲韻覺識工具相對需要幼

兒較長時間的專注力來聆聽和比較聲音的異同，且避免幼兒與研究者不熟悉而

影響表現，皆先訪談個人生活經驗敘說，再測驗聲韻覺識。資料蒐集完成後，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使用描述統計分析與斯皮爾曼等級相關分析資料。

研究結果

一、原住民族幼兒之敘說能力

本研究之測驗結果如表 5，在個人生活經驗敘說之 CLAN 語料分析，幼兒

敘說的總子句數之平均數為 5.20，顯示總子句數偏少。幼兒敘說的總詞彙數標

準差為 20.47，顯示個別差異偏大。幼兒的敘說結構得分平均數為 3.55，顯示

敘說結構以二或三個事件敘說與青蛙跳敘說為主。

表 5　敘說能力之平均數、標準差及全距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全距

敘說能力 總子句數 5.20 2.82 1-11

總詞彙數 25.95 20.47 3-74

相異詞彙數 16.60 9.56 3-38

校正後相異詞出現率 2.30 .52 1.22-3.12

敘說結構 3.55 1.15 2-6

為檢視幼兒敘說表現在各項目的得分是否符合常態分配，確認是否因樣本

數較少而導致結果的偏誤，本研究進行 Shapiro-Wilk 檢定，總子句數的顯著性

為 .16，總詞彙數的顯著性為 .01，相異詞彙數的顯著性為 .35，校正後相異詞

出現率的顯著性為 .16，敘說結構的顯著性為 .09。總詞彙數的顯著性小於 .05，
其餘分析項目的顯著性皆大於 .05，表示幼兒在總子句數、相異詞彙數、校正

後相異詞出現率以及敘說結構的表現尚符合常態分配，只在總詞彙數的表現不

符合常態分配。詳細次數分配圖，請參考圖 2。

圖 2　敘說能力項目之分配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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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潮分析法分析幼兒敘說結構的結果發現，原住民族幼兒的敘說結構大

多為二或三個事件敘說與青蛙跳敘說，且大多數幼兒敘說的故事沒有明顯的高

潮與結尾。詳細統計資料請參考表 6。

表 6　敘說結構之次數分配

全體幼兒（%） 5 歲幼兒（%） 6 歲幼兒（%）

1. 無結構 0（0） 0（0） 0（0）

2. 單一事件敘說 4（20） 3（27.3） 1（11.1）

3. 二或三個事件敘說 6（30） 2（18.2） 4（44.4）

4. 青蛙跳敘說 6（30） 3（27.3） 3（33.3）

5. 連續事件敘說且無高潮和結尾 3（15） 2（18.2） 1（11.1）

6. 連續事件敘說且無高潮有結尾 1（5） 1（9.1） 0（0）

7. 結束於高潮敘說 0（0） 0（0） 0（0）

8. 經典敘說 0（0） 0（0） 0（0）

總人數 20（100） 11（100） 9（100）

二、原住民族幼兒之聲韻覺識

本研究之測驗結果如表 7，幼兒在聲韻覺識的分測驗表現上，表現最佳的

是「音節覺識」，平均正確率達 .73，其次是「尾音覺識」平均正確率達 .70；
顯示幼兒在音節與尾音覺識的得分表現普遍比聲調與首音覺識來得好，即原住

民族幼兒在語音結構的掌握上，傾向先覺察音節與尾音單位的聲音差異，而分

辨聲調與首音單位的聲音差異相對困難。

表 7　聲韻覺識之平均數、標準差、平均正確率及全距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正確率 全距

音節覺識 10.95 2.93 .73 5-15

聲調覺識 6.50 2.07 .54 4-12

尾音覺識 10.50 2.50 .70 6-15

首音覺識 6.70 2.06 .56 3-9

為檢視聲韻覺識各分項表現是否符合常態分配，確認是否因樣本數較少而

導致結果的偏誤，本研究以 Shapiro-Wilk 檢定，音節覺識的顯著性為 .34，聲

調覺識的顯著性為 .03，尾音覺識的顯著性為 .19，首音覺識的顯著性為 .04。
聲調覺識與首音覺識的顯著性皆小於 .05，其餘測驗項目的顯著性皆大於 .05，
表示幼兒在音節覺識與尾音覺識的得分表現尚符合常態分配，但在聲調覺識與

首音覺識的得分表現不符合常態分配。詳細次數分配圖，請參考圖 3。

圖 3　聲韻覺識各分項表現之分配曲線圖

三、原住民族幼兒敘說能力與聲韻覺識之關係

從常態分配檢驗結果可知，雖然大部分的變項符合常態分配，但在總詞彙

數並未符合，故本研究以斯皮爾曼等級相關分析原住民族幼兒敘說能力與聲韻

覺識的相關性，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8。根據表 8 呈現的相關分析結果，可知幼

兒的年齡與聲調覺識有負相關。在敘說能力方面，幼兒的敘說能力包括敘說之

總子句數、總詞彙數、校正後相異詞出現率以及敘說結構之間皆有顯著相關。

在聲韻覺識方面，幼兒的尾音覺識與首音覺識有顯著相關。在敘說能力與聲韻

覺識的相關性，幼兒敘說之總子句數、敘說結構與音節覺識皆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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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敘說能力與聲韻覺識之相關

年齡
（月）

總子
句數

總詞
彙數

校正後
相異詞
出現率

敘說
結構

音節
覺識

聲調
覺識

尾音
覺識

首音
覺識

年齡（月） 1.00

總子句數 .16 1.00

總詞彙數 .20 .94*** 1.00

校正後相異詞出現率 .29 .86*** .92*** 1.00

敘說結構 .14 .89*** .89*** .78*** 1.00

音節覺識 .14 .56* .39 .41 .53* 1.00

聲調覺識 -.56** -.17 -.22 -.21 -.20 -.17 1.00

尾音覺識 -.00 .36 .27 .20 .39 .41 -.01 1.00

首音覺識 -.05 .14 .11 .01 .26 .23 .28 .59** 1.00

* p< .05；** p< .01；*** p< .001。

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 20 名部落原住民族幼兒為研究對象，透過各類測驗工具了解原

住民族幼兒在學前階段的敘說能力及聲韻覺識表現，並且進一步探究敘說能力

與聲韻覺識的關係。

在口語敘說方面，目前國內未有相關研究以高潮分析法探討學前原住民族

幼兒的個人生活經驗敘說結構，本研究發現 5 至 6 歲原住民族幼兒敘說的總子

句數平均數為 5.20，而在 Lai 等人（2010）的研究中，5 歲漢人幼兒敘說的總

子句數平均數為 22.47；兩項研究同樣以看醫生的經驗作為幼兒敘說主題，進

行一樣的資料蒐集方法，且幼兒的年齡相仿，而兩群幼兒敘說的總子句數卻有

明顯的差距。

在敘說結構的部分，研究結果發現幼兒的敘說結構以二或三個事件敘

說與青蛙跳敘說的比例較高，且大多數幼兒敘說的故事沒有明顯的高潮與結

尾，不同於國外主流文化下的 5、 6 歲幼兒大多為結束於高潮敘說與經典敘說

（McCabe, 1997）。國內研究方面，在 Lai 等人（2010）的研究中，5 歲漢人幼

兒的敘說結構得分橫跨 3 至 7 等級，敘說結構平均數為 4.83，以「青蛙跳敘說」

的比例最高，占 50%，其次為「連續事件敘說且無高潮有結尾」，占 27%；而

本研究 5、6 歲原住民族幼兒的敘說結構得分橫跨 2 至 6 等級，敘說結構平

均數為 3.55，以「二或三個事件敘說」與「青蛙跳敘說」的比例較高，各占

30%，其次為「單一事件敘說」，占 20%。由此可知，本研究幼兒的敘說結構

相對簡單，傾向為數個事件敘說，且時序錯綜。

探討兩項研究之幼兒敘說表現不同的可能原因，第一，Lai 等人（2010）
的研究對象皆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漢人幼兒，而本研究對象主要來自低社經家

庭的原住民族幼兒，不同社經背景與文化群體的家長皆可能影響幼兒敘說故事

的方式。第二，本研究所蒐集的語料數量較少，不易呈現原住民族幼兒的整體

敘說特色。第三，此差異可能與研究對象是否習慣此一對一說故事的方法有關，

國外研究指出，原住民族幼兒熟悉的說故事方式是與聽眾共同完成故事，說

故事的人會省略許多情節或角色，留待聽眾的補充和想像來完成故事（Ball & 
Bernhardt, 2008）。建議未來針對原住民族幼兒敘說發展的研究可以其民族特有

的說故事方法蒐集資料，以更準確地評量幼兒的敘說能力。

此外，雖然在 Lai 等人（2010）研究中，接近半數幼兒已達到「連續事件

敘說」或「結束於高潮敘說」，不過，仍有半數幼兒為青蛙跳敘說，與本研究

對象多數的敘說結構相似，即敘說時序錯綜的特徵。除了可能受當地教育與育

兒經驗的影響（Lai et al., 2010），幼兒的敘說結構也可能與其使用的語言規則

有關，比如說中文語言系統透過哪些形式來呈現時序，而語言規則在某種程度

上亦影響口語互動方式，這些互動經驗進而形塑國內幼兒較少依照時序敘說事

件的特色，此部分仍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結果顯示，幼兒的年齡與聲調覺識有負相關，研究者推測可能與 5
至 6 歲幼兒分辨聲調異同的能力尚未穩定有關，目前尚未有此年齡的相關研究

數據，而過去研究指出平均 7 歲學童在聲調覺識測驗之平均正確率為 .52（宣

崇慧、盧台華，2006），表示聲調覺識對於一年級學童是仍在發展中的能力。

此外，幼兒在音節與尾音覺識的得分表現普遍比聲調與首音覺識來得好，且尾

音與首音覺識有顯著相關。幼兒的聲韻覺識依循大語音單位至小語音單位的發

展歷程，先覺察音節單位的差異，此結果與過去相關文獻的發現一致（Anthony 
& Francis, 2005; Shu, Peng, & McBride-Chang, 2008）。本研究發現幼兒的音節及

尾音覺識平均正確率為 .73 與 .70，聲調及首音覺識為 .54 與 .56，而在 Shu 等

人（2008）研究中，幼兒的音節及尾音覺識平均正確率為 .89 與 .63，聲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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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音覺識為 .55 與 .53，兩項研究有相似的發現，即幼兒在音節與尾音覺識的

表現較佳，研究者認為可能幼兒的生活經驗較容易接觸相同尾音的字詞，例如

幼兒園活動涵蓋押韻的兒歌，以及電視運用押韻的廣告詞等，進而覺察尾音的

異同。最後，幼兒的尾音與首音覺識有顯著相關，研究者推測是覺察尾音與首

音單位所需的能力相近。綜合上述討論，參與本研究之幼兒與國外幼兒的中文

聲韻覺識發展歷程類似，並沒有明顯差異。

接著，本研究將幼兒的敘說能力與聲韻覺識進行斯皮爾曼等級相關分析，

結果顯示，幼兒的敘說能力包括敘說之總子句數、敘說結構與音節覺識有顯

著相關，此與國外相關研究有某種程度的呼應（Chaney, 1992; Hipfner-Boucher 
et al., 2014; Lynch et al., 2008; 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2005; 
Pinto et al., 2016; Storch & Whitehurst, 2002），但幼兒各面向的敘說能力與聲調、

尾音以及首音覺識皆沒有顯著相關。由於目前國內外沒有中文閱讀的幼兒之

相關研究，故與國外 Hipfner-Boucher 等人（2014）研究進行討論，在 Hipfner-
Boucher 等人（2014）的研究中，幼兒的表達性詞彙及故事結構與音素覺識皆

有顯著相關，本研究則發現中文的原住民族幼兒敘說之總子句數、敘說結構與

音節覺識有顯著相關，顯示兩群幼兒不論是敘說故事或進行聲韻覺識任務，在

一些面向上可能運用共通的後設語言能力。不過，兩項研究中與幼兒敘說能力

顯著相關的語音覺察單位顯然不同，推測形成兩者差異的原因，其一，每個中

文字代表一個音節，幼兒在日常口語互動中，至少需要辨別數個音節之間的差

異，才能夠順利斷詞以及擷取意義，相對之下，幼兒較少機會覺察比音節更小

的語音單位。其二，本研究對象在聲調、尾音以及首音覺識表現之內部一致性

信度偏低，進而影響其相關分析結果。

本研究成果增添我們對於國內學前原住民族幼兒敘說能力及聲韻覺識的了

解，以及從敘說能力面向初步探究是否影響聲韻覺識的發展，但仍有數項研究

限制，第一，本研究之樣本數偏少，若能擴大數量，將可以提供更具說服力與

準確性的研究數據。第二，在聲韻覺識工具的部分，基於本研究對象的年齡小，

本研究施測之Cronbach's α值，音節覺識為 .70，聲調覺識為 .34，尾音覺識為 .52，
首音覺識為 .33，表示幼兒在音節覺識的表現相對穩定，而幼兒在聲調、尾音

以及首音覺識的表現與其實際能力之間可能有誤差。第三，本研究未測驗幼兒

的智力以及注音符號能力，無法排除兩者對於幼兒聲韻覺識表現的可能影響。

第四，本研究使用主流文化標準的敘說結構來評量原住民族幼兒的表現，基於

文化的差異，可能會低估了他們的能力，建議未來研究採用兩種以上的敘說評

分標準，從多元面向探討原住民族幼兒的敘說風格。本研究僅探討幼兒敘說能

力與聲韻覺識的關係，建議未來研究持續探索哪些因素可能影響不同面向的聲

韻覺識發展，例如智力、聲韻記憶、注音符號能力、識字量或圖畫書閱讀經驗

等，並且探究不同語音單位覺識與早期識字量的相關程度。針對學齡兒童，建

議未來研究進一步檢視其敘說能力、聲韻覺識以及閱讀相關能力之間的關係，

藉此釐清聲韻覺識在學前至學齡階段的語文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本研究發現，原住民族幼兒的敘說能力與音節覺識有顯著相關，聲調、尾

音以及首音等小語音單位的覺察可能相對不易從口語互動經驗中發展出來，可

提供幼教老師針對原住民族幼兒在設計教保活動的建議，例如帶領幼兒唱兒歌

或唸押韻詞句的時候，可詢問幼兒有沒有發現相似的聲音重複出現，視幼兒情

況追問是哪一個部分相像，讓幼兒練習覺察中文字音的結構；碰到有些幼兒尚

說不清楚某些字音時，可引導幼兒注意該字是由哪些聲音所組成，並示範正確

的唸法，協助幼兒發現聲音細部的差異。本研究建議幼教老師在活動中多提供

原住民族幼兒以口語表達故事或想法的機會，讓他們透過敘說來整理訊息，練

習使用合適的詞彙傳達意思，並探索以及熟悉組織故事的結構。需要特別注意

的是，基於文化差異，除了提供機會讓原住民族幼兒接觸及熟悉主流文化的敘

事方式，同時也應尊重他們文化獨特的敘說風格。透過上述課程設計與個別引

導，逐漸培養原住民族幼兒運用語言傳達想法以及與他人溝通互動，同時也提

升覺察語音異同的能力，促進原住民族幼兒多元面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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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關注中國大陸城鄉流動不同類型的兒童，探討家庭經濟、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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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對於兒童學習表現影響的顯著性降低。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針對

家庭教育等相關教育政策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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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 20 世紀 70 年代末的經濟改革以來，中國大陸逐步邁入現代化的歷史進

程。伴隨著工業化和大規模的城鎮化，造成城鄉差異的出現和貧富差距的不斷

擴大，促使大規模的人口遷移。2015 年，全國流動人口規模達 2.47 億人，占

總人口的 18%，相當於每六個人中有一個是流動人口（楊東平，2016）。流動

人口主要是農村人口移居到城市或城市附近的工業區，從事技術較低的體力勞

動。隨著人口流動，城市「流動兒童」及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2011 年

有超過 1260 萬的農村學齡兒童跟隨父母到城市中生活；而大約 2200 萬的兒童

則被父母留在農村生活（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2）。

綜觀中國大陸現有的相關研究，多數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城鄉流動

等結構面向對於兒童的影響，相對較少探討因應流動的兒童照顧安排，以及不

同流動型態下，親子、家人互動對於兒童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家庭對兒童

學習表現的影響，一直受到不同研究領域的關注。既有研究發現 : 不論是學習

表現、生活適應或偏差行為等，家庭結構的影響確實存在。近年來，亦有學者

主張 : 除家庭結構之外，亦應關注家庭歷程與互動對兒童的影響。而且，研究

亦發現 : 相較於家庭結構，家庭功能與家人關係對兒童的各項發展更具影響力

（如 : Crosnoe & Cavanagh, 2010；林如萍、黃秋華，2013）。

綜前所述，本研究針對中國大陸不同的鄉城流動型態，包括 : 城市流動兒

童和農村留守兒童等，聚焦於家庭教育投入、父母教養及親子關係等家庭相關

因素，探究城鄉流動對於兒童學習表現的影響。具體來說，本研究目的如下 :

一、分析城鄉流動的不同類型對於兒童學習表現的影響；

二、探討城鄉流動不同類型的兒童，家庭教育投入、父母教養及親子關係

與兒童學習表現之關聯機制。

贰文獻探討

一、 中國大陸城鄉流動的背景

（一）從流動人口到兒童的城鄉流動

中國大陸的勞動力遷移始於 1980 年代中後期，以 1992 年的「民工潮」為

標誌，此後的三十年間，經歷了巨大的內部人口流動。2010 年的數據顯示，大

約有 2.6 億流動人口居住在戶籍地以外的地區，占總人口的 20%（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家統計局，2011）。中國大陸的人口普查始於 1953 年，在此基礎上逐步

完善了城市和農村的戶籍制度。伴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1990
年的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開始關注「流動人口」這一群體，對於「流動人口」

（migration/floating population）的定義為：在流入地居住 12 個月以上，並且擁

有其他地區的農業戶口。而 2000 年的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則將定義調整為：

在流入地居住 6 個月以上，並且擁有其他鄉鎮或街道戶口。

從社會背景來看，中國大陸的人口流動主要是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大部

分源於農村人口移居到城市、或者城市附近的工業區尋找工作機會。他們主要

從事技術要求較低的體力勞動，面臨在城市中的居住、醫療、子女教育和社會

生活等方面的問題（段成榮、呂利丹、鄒湘江，  2013；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2013）。另一方面，流動人口也難以親自奉養留守在農村的父母和陪伴養育留

守在農村的子女，「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問題隨即出現。許多城市對

流動人口採取排斥性導向的政策和措施，使「流動兒童」在進入當地公立學校

和獲取其他公共服務方面面臨困境（Chan, 2009）。而「留守兒童」則可能因缺

乏適當的成人監護，特別是在父母長期缺席的情況下，產生負向的心理、社會

和認知發展，造成自卑、抑鬱或是行為問題（Wen & Lin, 2012）。

（二）兒童城鄉流動的狀態及概念

中國大陸的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簡稱：全國婦聯）成立於 1949 年，作

為維護婦女兒童權益的社會組織，十分關注流動兒童、留守兒童的發展。2013
年，全國婦聯依據人口普查，將「流動兒童」（migration children）定義為：隨

父母工作遷移到戶籍所在地以外生活學習半年以上的兒童；另將「留守兒童」

（left-behind children）定義為：父母雙方或一方從農村流動到其他地區，孩子

留在戶籍所在地的農村地區，並因此未和父母雙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兒童。

然而，綜整相關的研究發現 : 目前研究對於「流動兒童」的概念以及兒童

城鄉流動的不同類型並無明確且一致的定義。多數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不同，從

「戶籍類型」、「戶籍所在地」、「現居住地」、「出生地」等面向區分兒童流動的

不同狀態；或從「家庭結構」、「居住安排」、「與兒童關係」、「時期」等區分「流

動兒童」的不同類別。本文將相關研究加以整理，梳理出具代表性的研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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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式 ( 表 1)。其中，Liang ＆ Chen（2007）以及 Xu ＆ Xie（2015）建議 : 設
定合理的比較基礎，採用 origin-destination 模式，針對有關「流動兒童」的研

究，可同時進行兩個模式的比較，包括「流動兒童」與「城市兒童」（參照組 1）
的比較，以及「流動兒童」與「農村兒童」（包括：農村留守兒童和農村非留

守兒童）（參照組 2）的比較，為後續研究提供了方向。

表 1　「流動兒童」的定義與分類

研究對象 面向 定義 類別

Liang ＆
Chen（2007）

廣東省 6-15
歲流動兒童
與城市兒童

戶籍、時期 • 暫時流動兒童：無
廣東城市當地戶口，
且居住 6 個月以上；

• 永久流動兒童：擁
有廣東城市當地戶
口

1. 城市兒童

2. 暫時流動兒童 5 年
以上

3. 暫時流動兒童少於 5
年（1年之內 /1-5年）

4. 永久流動兒童 5 年
以上

5. 永久流動兒童少於 5
年

Liang, Guo,＆
Duan（2007）

中國東部
9 城市 7-16 歲
流動兒童

戶籍、家庭
結構（居住
安排、與
兒童關係）

• 流動兒童：隨家庭
流動到城市居住 6
個月以上，且保留
農村戶口

1. 兒童與父母雙方在
流入地同住；

2. 兒童與父母一方在
流入地同住；

3. 兒童與父母一方及
其他親屬（祖父母）
在流入地同住

Xu ＆ Xie
（2015）；

Zhang, Li, ＆
Xue（2015）;

Wu ＆
Zhang(2015)；

Lu, Vikse, 
Huang, & 
Lin (2015)；

10-15 歲兒童；

10-15 歲兒童；

7-14 歲兒童；

6-18 歲兒童

戶籍類型與
現居住地
類型比較、

現居住地與
出生地比較

（區縣級）

• 城鄉流動兒童：兒
童居住在城市地區，
但是保留農村戶口；

• 農村非流動兒童：
兒童擁有農村戶口，
現居住地與出生地
在同一區縣，現居
住農村地區；

• 留守兒童：未流動
的居住在農村地區，
至少父母一方遷移
到城市居住

1. 城鄉流動兒童

2. 農村非流動兒童

3. 留守兒童

4. 城市兒童

本研究關注「城市流動兒童」與「農村留守兒童」的議題，研究旨在 : 探
討城鄉流動的不同類型對於兒童學習表現的影響。本研究對於兒童城鄉流動的

不同類型之界定，參酌 Liang 與 Chen（2007）提出的 origin-destination 模式，

以「現居住地類型」劃分「現居住地」在城市或農村的兒童，再比較兒童「現

居住地」和「戶籍所在地」是否在區縣層級相同 ; 進一步，再考慮家庭組成。

具體來說，本研究將「城市流動兒童」定義為：現居住地為城市地區，戶籍所

在地與現居住地不同（區縣層級），且與父或母同住；「農村留守兒童」為：現

居住地為農村地區，戶籍所在地與現居住地相同（區縣層級），且父母至少一

人外出工作。

二、 城鄉流動對兒童的影響

綜整中國大陸城鄉流動對於兒童福祉的影響，多從「父母流動的效果

（effect of parental migration）」及「兒童流動的效果（effect of child migration）」
兩個角度進行剖析。

（一）  父母流動的效果 : 農村留守兒童的發展

綜 觀 城 鄉 流 動 對 兒 童 發 展 的 研 究， 多 數 以「 父 母 流 動（parental 
migration）」為標題，主要聚焦以下兩種情形：第一，相較於「農村非留守兒童」，

「農村留守兒童」的發展是否處於劣勢？第二，相較於居住在城鄉不同地區的

兒童，「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福祉是否為最差？

父母流動對於「農村留守兒童」的影響可具體為以下幾種：首先，父母

到城市中工作薪水增加，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文化背景之下，「匯款」成為提高

家庭經濟基礎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因此，經濟資源的改善對於農村留守兒童的

發展可能具有正向意義。Lu 與 Treiman（2011）的研究指出，父母外出工作可

經由匯款提升農村家庭的財務資源，改善兒童的生活環境和營養以及教育的基

礎。再者，父母到城市中工作，不得已將兒童留守在農村生活，造成了親子之

間的分離。在多數留守兒童家庭中，是由父、母其中一人，或祖父母及親屬作

為主要照顧者，替代父母履行親職責任。因父母的照顧和管教的缺乏，可能使

農村留守兒童有較高風險的心理和行為問題。目前，直接探討 : 因父母流動對

於農村留守兒童的學習影響之研究相對較少 ; 參考美國相關研究的發現，單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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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兒童的低學業成就相關，而相對來說 : 完整家庭與兒童的高學業成績存

在相關（McLanahan, 1985）。有關墨西哥移民家庭的研究發現 : 父母移民對於

兒童的教育產生負向影響，最主要的原因為 : 父母外出造成對兒童學習的監管

減少，以及在學業輔導的缺乏（Hanson & Woodruff, 2003）。

另一方面，目前有關「農村留守兒童」的研究，多數探討兒童的心理和情

感福祉。相關研究結果顯示 : 相較於「農村非留守兒童」兒童，父親的流動對

於「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福祉有負向的影響（Lu, et al, 2015）。同樣，相較

於「城市兒童」和「城市流動兒童」，「農村留守兒童」的情感福祉較差（Biao, 
2007; Huang, 2004; Fan, Su, Gill, & Birmaher, 2010）；對未來缺乏自信心，學習

和社會能力的發展相較遲緩（陳立鈞、楊大利、任強，2016）；「農村留守兒童」

顯現出較多的行為問題（Fan et al., 2010）。由此觀之，父母流動對於「農村留

守兒童」的影響，整體來說傾向於負向。尤其是缺乏管教與親子關係疏離等，

可能是負向效果的主要成因。雖然，部分研究（如 : Lu & Treiman, 2011）提出 :
父母流動、外出工作帶來家庭經濟的改善，但除了家庭經濟之外，兒童教養與

親子關係等，整體對於農村留守兒童的發展之影響，仍有待進一步驗證。

（二）  兒童流動的效果 : 城市流動兒童的發展

大多數有關「兒童流動效果（effect of child migration）」的研究，主要關

注「城市流動兒童」的發展。大致可區分為以下兩種策略：第一，比較兒童流

動到城市中，是否比留在農村的兒童（農村留守兒童、農村非留守兒童）發展

要好？第二，分析兒童流動到城市（城市流動兒童），是否比城市兒童的發展

較差？

有關「城市流動兒童」發展的影響，研究結果並不一致。有些研究發現 : 
「城市流動兒童」的表現優於「農村留守兒童」和「農村非留守兒童」。相較於

留在農村的兒童，「城市流動兒童」有較佳的學業表現，語言能力較好（Chen, 
Yang & Ren., 2009）；「城市流動兒童」的身體發展良好，也並未出現心理發展

的劣勢（Xu & Xie, 2015）。另一方面，「城市流動兒童」在許多生活層面上，

與「城市兒童」表現相近。研究發現 :「城市流動兒童」的入學率及學業表現

與「城市兒童」差異不大（Liang et al., 2007 ; Xu & Xie, 2015）。研究認為 : 「城

市流動兒童」身處在城市環境中，因著經濟資源改善、機會增加以及對未來期

望的影響，而產生了城市流動對兒童的正向影響。但另一方面，有些研究則發

現 : 「城市流動兒童」面臨心理發展的挑戰。相較於城市的兒童，流動到城市

的兒童和留守於農村的兒童相同，都對未來缺乏自信心，學習和社會能力的發

展較遲緩（陳立鈞等人，  2016）。另外，  Cao 與 Liu（2015）針對北京地區探討

「城市流動兒童」的心理健康，此研究將城市流動兒童區分為「貧窮」和「非

貧窮」兩個組別，結果發現 : 相較於非貧窮家庭的城市流動兒童，貧窮家庭的

城市流動兒童心理健康較差，較低的家庭月收入、較少的家庭支持以及較低的

自我評價等，使貧窮家庭的城市流動兒童處於心理健康問題的高度風險中。

上述的研究聚焦兒童隨父母流動到城市後，對其發展之影響，但研究結果

呈現出不一致的發現，原因可能包括 : 一是，研究設計的差異，由於不同研究

所設定的比較組有所不同，或是單純針對城市流動兒童進行分析，亦或是不同

研究關注的兒童發展面向不同 ( 如 : 身體發展、心理健康、語言能力、社會能

力及學業成就等 )。因此，流動到城市對兒童發展與身心福祉的影響效果可能

有所不同 ? 再者，大多數研究採用區域性的樣本，鮮少使用具全國代表性之大

型資料庫進行分析，因此，可能產生研究比較及推論上的限制。

三、 「城市流動兒童」、「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

（一）  兒童的教育機會

有關兒童城鄉流動與教育機會的研究，主要採用兒童「是否在學」和「教

育延遲」兩個指標。目前，以「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為焦點的研究結果

仍十分分歧。Wang（2014）及 Meyerhoefer and Chen （2010）的研究發現，相

較於「農村非留守兒童」，父母流動對於「農村留守兒童」的就學有負面影

響，農村的留守兒童之入學率偏低，研究發現 : 有 40% 是因無法負擔學費而中

輟。另一方面，相較於男生，女生比男生平均延遲 0.7 個年級（Meyerhoefer & 
Chen, 2010）。但，Lu（2012）針對「農村留守兒童」之教育問題進行研究，則

發現 : 農村的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在就學或教育延遲並無顯著差異。

另一方面，針對「城市流動兒童」入學率的研究，研究發現則較為一致。

Liang 與 Chen（2007）和 Wu 與 Zhang（2015）透過結合「流出地」和「流入

地」的方法，比較「城市流動兒童」、「城市兒童」和「農村留守兒童」及「農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94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 95



村非留守兒童」的入學率。研究皆發現：相較於農村非留守兒童及農村留守兒

童，城市流動兒童的入學率相對較低。另一方面，相較於城市兒童，城市流動

兒童同樣有較低的入學率。特別是，在城市居住生活少於一年的城市流動兒童

入學率最低；擁有農業戶籍的城市流動兒童，在入學方面處於相對弱勢。另外，

隨著城市流動兒童在流入地生活的時間越長，兒童入學的可能性則會增加。段

成榮等人（2013）綜合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對當前中國

大陸流動人口面臨的主要問題進行了分析。該研究認為 : 城市流動兒童在流入

地接受學前和高中教育的比例偏低，延遲義務教育現象普遍。

（二）  學習表現

「農村留守兒童」、「城市流動兒童」的學習表現是否相對於其他兒童較為

不利 ? 有關「農村留守兒童」的學習表現，針對甘肅省和針對青海、寧夏兩省

農村留守兒童的研究（Hu, 2013; Zhao,Yu, Wang, & Glauben, 2014）均發現，父

母的流動會降低兒童的語文和數學成績，每多一位父母外出工作，兒童的數

學成績會下降 1.73%。另一項針對陝西省和甘肅省農村留守兒童的研究則發

現，父母的流動並沒有對於兒童的學業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反而有助於提高

語文和數學測驗成績（Chen, Huang, Rozelle, Shi, & Zhang., 2009；Lee & Park, 
2010）。另一方面，就「城市流動兒童」來看 : Zhang et al.（2015）採用中國家

庭追蹤調查（CFPS）和中國農村 - 城鎮流動人口調查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RUMiC) 的資料，探討城鄉兒童在學校表現及語言和數學測驗分數之間

的差異。研究結果顯示 : 城市流動兒童的學習表現顯著低於城市兒童。而城市

流動兒童和農村兒童（農村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在測驗分數之間的差異並

不顯著。而 Xu 與 Xie（2015）的研究卻有不同的發現，城市流動兒童的數學

成績顯著優於農村留守兒童和農村非留守兒童，而城市流動兒童與城市兒童的

數學成績幾乎沒有差異。

雖然目前有關「農村留守兒童」學習表現的研究結果仍呈現出分歧，但

多數的學者論述父母流動對於「農村留守兒童」的影響，整體上傾向於負向的

觀點。因此，本研究假設：相較於「農村非留守兒童」，「農村留守兒童」的

學習表現較差。而就城市流動兒童來看，本研究認為「同化理論（assimilation 
theory）」（Warner & Crole, 1945）的觀點較為合宜，兒童遷移到城市中生活，

即產生一個向上的流動，促使「城市流動兒童」的學習表現提高。因此，本研

究假設 : 相較於「農村留守兒童」，「農村非留守兒童」有較好的學習表現；再者，

相較於「農村留守兒童」，「城市流動兒童」有較好的學習表現，而「城市流動

兒童」與「城市非流動兒童」之學習表現無差異。而前述研究多聚焦於兒童城

鄉流動型態的影響，相對缺乏探討因流動而產生的家庭中父母教養及親子互動

可能的差異與影響，因此，值得進一步分析探究。

四、 家庭與兒童的學習表現

大量研究發現，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家庭教育資源會直接影響子女的學業

成就，父母社經地位越高，子女的學業表現越佳；家庭教育資源越豐富，子女

的學業表現越佳（王麗雲、游錦雲，2005；李敦仁、余民寧，2005；張芳全，

2009）。張芳全（2009）以家庭中的電腦數和圖畫書數量作為文化資本，而王

麗雲、游錦雲（2005）以家庭教育支出中的選擇性支出（如課外補習）作為文

化資本，研究發現 : 家庭社經背景越高，語文和才藝相關的文化資本也越多，

對學習成就也就越有正面影響。對於兒童城鄉流動型態的影響，相關研究提出 : 
父母外出工作可提升農村家庭的經濟，改善兒童的教育資源，對於農村留守兒

童的發展可能具有正向意義 (Lu ＆ Treiman，2011）。因此，本研究以「家庭教

育投入」來探討家庭經濟改善的可能影響，本研究假設：家庭對於兒童的教育

投入越多，兒童的學習表現越佳。

家庭對兒童學習表現的影響，父母的教養及親子關係亦是關鍵因素。吳明

燁（2016）依據支持面向的「費心安排」和要求面向的「約束限制」兩個指標，

以潛在類別的方法區辨華人社會中父母「管」的四種類型：「放手不管」、「扮

白臉」、「扮黑臉」和「雙管齊下」。研究發現「管」的潛在類型與西方教養類

型十分相似，但是青少年發展的結果卻不盡相同。「雙管齊下」的父母既費心

安排又高度約束限制子女，接近西方所謂的「民主權威」型。而「雙管齊下」

對於青少年學業表現的影響，並不像西方之「民主權威」管教之優越性，據此

觀之，父母的管教行為與子女的發展之關聯，可能與親子雙方如何認定父母角

色與教養行為背後的文化意涵有關。Lareau（2003）的質性研究探討父母的教

養行為對兒童發展的影響，對美國城市中，跨越不同種族和階級的家庭進行人

種誌研究，發現不同階級的父母在教養方式上存在差異。在高社經地位（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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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家庭中，父母透過一種內化的教養方式，即採取「規劃栽培」（conceited 
cultivation）的方式：通過正式的活動，在學校積極的倡導及「講道理」的社

會化過程，促進兒童技能的發展和取得成就的機會。而低社經地位（勞工階級）

的家庭，則透過主導的教養方式，即採取「讓孩子自然長大」（natural growth）
的方式，讚同兒童自由安排時間，承諾並讓孩子成為孩子。

周玉慧（2015）的研究區辨青少年至成年初期的親子關係類型及其變遷類

型，探討青少年至成年初期的親子關係類型對個人心理健康的長期影響。研究

發現，四個時期的親子關係均可區分為「矛盾型」、「支持型」、「衝突型」、「疏

遠型」，惟在不同時期的比例有所不同。親子關係變遷類型包括「長期矛盾型」、

「穩定支持型」、「持續衝突型」、「疏遠轉衝突型」。另外，憂鬱隨時期呈線性下

降，自尊隨時期既呈線性上升亦呈倒 U 型曲線變化。親子關係變遷類型影響

憂鬱初始值，「持續衝突型」受訪者的憂鬱明顯較其他三類型來得高；自尊發

展軌跡則受親子關係變遷類型的調節，「穩定支持型」受訪者的自尊明顯隨成

長上揚，且呈現倒 U 型變化。這些結果證實，親子間互動關係的長期變遷類

型影響台灣青少年至成年初期的長期心理健康。

綜前所述，本研究探究親子關係及父母教養對於不同城鄉流動兒童學習表

現的影響，針對「親子溝通」及「父母關心與學習指導」來加以分析 ; 再者，

本研究假設 : 親子溝通的程度越高，父母關心與學習指導的程度越高，兒童的

學習表現越佳。整體來說，本研究關注中國大陸城鄉流動對兒童學習表現的影

響，依據文獻探討提出幾個關鍵的研究突破，一是 : 運用大型資料庫的優勢，

設定合理的比較基礎，採用 origin-destination 模式，建構周延的「流動類型」

區分，包括 : 「城市非流動兒童」、「城市流動兒童」、「農村非留守兒童」、「農

村留守兒童」等四類型，完整的分析城鄉流動的不同情境；二是，有別於僅關

注城鄉流動帶來的家庭經濟改變，本研究進一步聚焦於家庭父母的教養及親子

關係等，進一步釐清 : 城鄉流動與兒童學習表現的關聯。具體來說，本研究依

據文獻探討，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

（一）  城鄉流動的不同類型對於兒童學習表現有顯著影響

1. 相較於「農村留守兒童」，「農村非留守兒童」的學習表現較佳。

2. 相較於「農村留守兒童」，「城市流動兒童」的學習表現較佳。

3. 相較於「農村留守兒童」，「城市非流動兒童」的學習表現較佳。

（二）  家庭經濟以「家庭的教育投入」觀察，家庭對於兒童的教育投入越多，

兒童的學習表現越佳。

（三）  父母教養及親子關係對於兒童的學習表現有顯著影響

1. 父母的教養，以「關心孩子的教育及學習指導」觀之，父母越關心、學

習指導程度越高，兒童的學習表現越佳。

2. 親子關係，以「親子溝通」觀察，親子溝通程度越高，兒童的學習表現

越佳。

（四） 不同類型的城鄉流動對兒童學習表現的影響，主要是來自家庭經濟、

父母教養及親子關係的影響。

贰研究設計

一、 資料來源與樣本

（一）資料來源

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是北京大學中國

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實施的一項全國性、大規模、多學科的社會追蹤調查專案。

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於 2008、2009 兩年在北京、上海、廣東三地分別

開展了初訪與追訪的測試調查，並於 2010 年正式開展訪問。經 2010 年基線調

查界定出來的所有基線家庭成員及其今後的血緣 / 領養子女將作為 CFPS 的基

因成員，成為永久追蹤對象。該調查的樣本覆蓋 25 個省 / 市 / 自治區，目標樣

本規模為 16000 戶，調查對象包含樣本家戶中的全部家庭成員，共計 50000 多

人。該調查的問卷共計有 : 社區問卷、家庭問卷、成人問卷和少兒問卷四種主

體問卷類型，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針對不同性質家庭成員的長問卷、短問卷、

代答問卷、電訪問卷等多種問卷類型。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分析之資料為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第一波兒童資料，初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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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為 2010 年。CFPS 資料庫的「少兒問卷」，包括 : 由兒童家長（主要照顧

者）填答的「家人代答部分和少兒短問卷」，以及由 10-15 歲兒童回答的「10-15
歲少兒自答部分」。由於國中小兒童正處於人生發展的關鍵時期，其接受學校

教育與獲得學習能力對於未來青少年時期的發展顯得尤為重要。故，本研究以

CFPS 資料庫的「少兒問卷」中 10-15 歲少兒自答的「10-15 歲少兒自答部分」

問卷為基礎，針對 10-15 歲兒童樣本進行探討，共計 3087 人。

本研究依據全國婦聯的定義，「流動兒童」指「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

的鄉鎮 / 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不包括市轄區內人戶分離、

年齡在 18 周歲以下的人口」。此定義之下，包括：「鄉→城」流動人口和「城

→城」流動人口；但不包括「鄉→鄉」和「城→鄉」方向的流動。進一步，中

國大陸教育部門一般將義務教育階段的流動兒童統計為「隨遷子女」（指隨務

工父母到輸入地的城區、鎮區同住的適齡兒童少年）。其中，戶籍為農村的流

動兒童被統計為「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無法跟隨父母一同進城、留在農

村的孩子被稱為「農村留守兒童」（楊東平，2016）。具體來說，本研究以兒童

「現居住地」和「戶籍所在地」進行比較，判斷兒童的流動狀態，進一步考量

父母是否與兒童「同住」或「外出工作」，區分為「城市非流動兒童」、「城市

流動兒童」、「農村非留守兒童」、「農村留守兒童」四類。將「城市流動兒童」

的概念界定為：現居住地為城市地區，戶籍所在地與現居住地不同（區縣層級），

且與父或母同住；「農村留守兒童」為：現居住地為農村地區，戶籍所在地與

現居住地相同（區縣層級），且父母至少一人外出工作。樣本中，「城市非流動

兒童」樣本 1149 人；「城市流動兒童」樣本 133 人；「農村非留守兒童」樣本

1404 人；「農村留守兒童」樣本 401 人。

如前述，城鄉流動兒童實為重要的研究議題，但對於中國大陸流動人口的

調查一直存在極大的困難與限制。謝宇、胡婧煒、張春泥（2014）強調人口遷

移與流動作為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現象，對流動人口的研究和政策制定迫切需

要可靠的依據。目前中國大陸對流動人口的調查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困難： 第一，

一般對流動人口（如農民工）的調查是對流入地人口進行抽樣，因而只能訪問

到當前的流動人口，無法訪問曾經有流動經歷但目前已停止流動的人（如回流

者）和留在流出地的潛在流動者。第二，橫斷面調查通常只採集到流動人口調

查當時的情況，卻沒有採集其流出之前的情況。第三，流動人口的高度流動性

給抽樣和訪問均造成了困難，影響了資料的代表性與準確性。因此，本研究運

用的 CFPS 選擇的調查對象既包括流出地家庭外出但尚未在外安家的個人，也

包括流動到外地安家的流動者，這為研究流動的選擇性、比較流動與非流動者

之間的差異提供了分析的可能性。但是，由於流動人口的不穩定性，特別是

城 - 鄉流動人口的高度流動性，對於流動人口和流動兒童訊息的收集造成了一

定的困難，並且，城市中流動人口或流動兒童數據的收集更是不容易。因此，

CFPS 作為目前唯一透過嚴謹的抽樣設計，收集流動人口資訊的中國大陸全國

性追蹤樣本，相對來說，是能夠提供最為完整和準確的資料，亦可說是探究城

鄉流動與兒童發展最適切的資料。

綜觀目前中國大陸針對流動兒童的研究，應用全國性調查資料選取的流動

兒童樣本，多數研究的樣本約在 200 人左右。例如 : Ren & Treiman（2013）應

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選取兒童不同居住型態樣本共 3354 人，其中

農村完整家庭兒童 1471 人、城市完整家庭兒童 931 人、城 - 鄉流動兒童 227 人、

留守兒童與父母一方同住 389 人、留守兒童與雙方父母均不同住 336 人。Lu et 
al.（2015）應用中國營養與健康調查（CNHS），選取樣本共 2048 人，其中農

村兒童最多為 1329 人、城市兒童 319 人、流動兒童 244 人、留守兒童 156 人。

雖然前述研究對流動兒童的定義略有不同，但樣本選取的方式和不同城鄉流動

次樣本之間的比例、數目差異不大。

為了進一步確認，本研究樣本中數量相對較少的「城市流動兒童」樣本

的代表性問題，本研究進一步加以分析。楊舸（2016）指出 : 中國大陸近年來

人口流動模式的轉型，其中包括「高學歷流動人口增長」、以及「城 - 城流動

人口進入活躍期」。流動人口不再只是打工妹和農民工，高收入、高文化程度、

高技能的流動人口已經是流動人口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流動人口群體呈現差

異分化，高學歷的流動人口大幅增長。這個規模龐大的群體越來越多元化，有

短期外出務工的農民、有經商成功的企業家、還有受過研究生教育的追夢者。

依據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口比例上升到

15.04%。本研究的樣本中，父親的最高學歷為「大專及以上程度」的流動兒童

佔全部流動人口的 15.90%（詳見附錄）。由人口普查的數據中流動人口的教育

程度來看，與本研究的資料基本上吻合，此一比較或可支持 : 本研究的樣本具

有一定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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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項與測量

（一）  個人變項

1. 性別：女生佔 50.4%，男生為 49.6%。進入多元階層迴歸分析時，男生為 1，
女生為 0。

2. 年齡：10-15 歲，平均年齡為 12.57 歲（SD=1.73）。

3. 智力水準：本研究以問卷中的訪員觀察為之，計分 1-7 分，分數越高、

智力水準越高。CFPS 為長期追蹤調查計畫，其中以「訪員觀察」方式作

為資料收集之特色。CFPS 在每一種問卷均收集了一組訪員的觀察數據，

主要包括 : 訪問的情境、受訪者在訪問中的行為態度及受訪者個人特徵

等。受訪兒童的個人特徵包括：兒童的理解能力、健康情況、衣裝整潔

程度、外貌、普通話熟練程度、對調查的配合程度、待人接物水準、對

調查的興趣、對調查的疑慮、回答的可信程度、語言表達能力、以及智

力水準。此部分數據的蒐集不僅可以作為研究中的分析變項使用，也可

以用來評估受訪者回答的可靠性，作為改進訪問工作、提高資料品質之

依據（謝宇等人，2014）。如前所述，本研究採用的智力水準，評估方式

雖是以訪員依據對兒童個人特徵之判斷給予等級分數，應仍具有一定的

信效度。

（二）  兒童的城鄉流動類型

本研究依前述的文獻分析及研究目的，將兒童的城鄉流動類型區分為四

類 :「城市非流動兒童」、「城市流動兒童」、「農村非留守兒童」及「農村留守

兒童」。於進行多元階層迴歸分析時，以「農村留守兒童」為參照組。

（三）家庭經濟 : 家庭教育投入

有關家庭經濟，本研究以家庭的教育投入觀察，測量方式為：以主要照

顧者自填「去年全年，這個孩子的所有教育支出中，您家庭支付了多少（元）」

測量，範圍在 0-44200 元。分數越高，表示家庭對於兒童的教育投入越多。

（四）親子關係與父母的教養行為

1. 本研究以親子溝通來觀察親子關係，測量的方式為：以訪員觀察「父母

主動與孩子溝通交流」的情況加以測量。該問卷的填答者雖為「主要照

顧者」，而此一題項的內容所關注的是「『父母』主要與孩子溝通交流」

的情況。另針對「農村留守兒童」家庭中父母不同住的狀況，訪員則透

過觀察和瞭解家中真實情況，以及依據對主要照顧者的訪問過程，進行

填答。答項 1 為「十分同意」、  2 為「同意」、  3 為「中立」、  4 為「不同意」、

5 為「十分不同意」。本研究進行反向計分，分數越高，代表父母比較會

主動與孩子溝通。

2. 父母教養 : 本研究以調查資料中，訪員觀察「父母購買圖書、在兒童學

習材料上的批註或簽字」等行為，測量「父母關心孩子的教育及學習指

導」為之。答項 1 為「十分同意」、2 為「同意」、3 為「中立」、4 為「不

同意」、5 為「十分不同意」。反向計分，分數越高，代表父母越關心支

持孩子的教育。

（五）  學習表現

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中包括了兒童的字詞能力和數學能力的標

準測驗，該調查計劃主持人也是問卷設計者之一，於 2015 年在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發表題為 The Causal Effects of Rural-to-Urban Migration on 
Children's Well-being in China 的研究，探討 : 城鄉流動與兒童福祉之間的因果

效應，該研究以字詞測驗和數學測驗分數作為學習表現的兩個面向，採用字詞

測驗（滿分 34 分）和數學測驗（滿分 24 分）的原始分數作為依變項。本研究

參考上述做法，以字詞測驗和數學測驗成績作為兒童學習表現的測量，探討兒

童城鄉流動與學習表現之間的關聯機制。字詞測驗和數學測驗來代表兒童學習

表現的兩個面向。

1. 字詞測驗成績：字詞測驗測量兒童的識字能力，測試問卷依據教育階段

的不同難易程度來設定。訪員隨機從八組字詞標準測驗題目選擇一組，

共 34 道題目，答對一題計 1 分，答錯計 0 分，總計 0-34 分。分數越高，

表示兒童的識字能力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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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學測驗成績：數學測驗測量兒童的數學計算能力，測試問卷依據教育

階段的不同難易程度來設定。訪員隨機從四組數學標準測驗題目選擇一

組，共 24道題目，答對一題計 1分，答錯計 0分，總計 0-24分。分數越高，

表示兒童的數學能力越佳。

研究結果

一、 城鄉流動不同類型的兒童 : 個人特徵、家庭狀況及學習表現

本研究首先描述整體樣本之狀況，進一步，描繪處於不同流動狀態下兒童

狀況的差異。本研究之樣本共 3087 人，包括 : 城市流動兒童 133 人（4.3%），

城市非流動兒童 1149 人（37.2%），農村留守兒童 401 人（13.0%）及農村非留

守兒童 1404 人（45.5%）。其中，男生 1557 人（49.6%），女生 1530 人（50.4%）。

兒童平均年齡為 12.57 歲（SD=1.73），平均智力水準 5.18 分（SD=1.17）。家庭

的教育投入及親子溝通情況如何 ? 整體來看，家庭教育投入平均為 1280.1 元

（SD=2445.2），家庭的親子關係及父母的教養之情況 : 父母傾向主動與子女溝

通（M=3.53，SD=.71），關心和指導子女的學習（M=3.73，SD=.75）。兒童的

學習表現包括 : 字詞測驗（滿分 34 分）的平均分數為 21.79（SD=7.07）及數

學測驗（滿分 24 分）的平均分數為 11.20 分（SD=4.43）。

進一步，針對「城市非流動兒童」、「城市流動兒童」、「農村非留守兒童」、

「農村留守兒童」四種不同類型加以比較。以家庭的教育投入來看，投入之高

低依序為「城市流動兒童」最高、「城市非流動兒童」次之，而「農村非留守

兒童」和「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投入皆較低（F=56.04， p<0.001）。就親

子溝通及父母教養的情況來看 :「城市流動兒童」和「城市非流動兒童」程度

皆較高，而「農村非留守兒童」和「農村留守兒童」之親子溝通、父母指導子

女的學習之程度皆較低（F=37.32， p<0.001；F=44.97， p<0.001）。在學習表現

方面，「城市非流動兒童」和「城市流動兒童」並無顯著差異，相較來說，「農

村非留守兒童」和「農村留守兒童」的字詞測驗成績和數學測驗成績皆較差

（F=33.60， p<0.001；F=22.21， p<0.001），且「農村非留守兒童」和「農村留守

兒童」之間無顯著差異。

表 1　城鄉流動不同類型的兒童 : 個人特徵、家庭狀況及學習表現

變項
Range/
選項

全體
N=3087

1 城市非流動兒童
N=1149

2 城市流動兒童
N=133

3 農村非留守兒童
N=1404

4 農村留守兒童
N=401

差異
比較

人數 /M %/SD 人數 /M %/SD 人數 /M %/SD 人數 /M %/SD 人數 /M %/SD F/χ2

個人

性別 男 1557 49.6 594 51.7 77 57.9 701 49.9 185 46.1 6.80

女 1530 50.4 555 48.3 56 42.1 703 50.1 216 53.9

年齡 10-15 12.57 1.73 12.54 1.72 12.41 1.70 12.61 1.74 12.56 1.73 .774

智力 1-7 5.18 1.17 5.46 1.07 5.68 1.13 4.98 1.17 4.97 1.27 50.14***
1=2>3=4

家庭

家庭經濟
（教育投入）

0-44200 1280.1 2445.2 1852.7 3389.4 2512.1 2717.5 841.4 1425.0 767.2 1101.0 56.04***
2>1>3=4

親子溝通 1-5 3.53 .71 3.67 .70 3.78 .68 3.44 .69 3.35 .71 37.32***
1=2>3=4

父母教養
( 父母學習指導 )

1-5 3.73 .75 3.54 .71 3.62 .72 3.27 .76 3.16 .70 44.97***
1=2>3=4

學習表現

字詞測驗 0-34 21.79 7.07 23.08 6.41 24.61 6.12 20.83 7.42 20.56 7.05 33.60***
1=2>3=4

數學測驗 0-24 11.20 4.43 11.90 4.18 12.35 4.55 10.74 4.52 10.42 4.47 22.21***
1=2>3=4

***P<.001

二、 兒童的城鄉流動與學習表現的關聯

本研究以字詞測驗和數學測驗來代表兒童學習表現的兩個面向，運用多元

階層迴歸分析，探討兒童城鄉流動與學習表現之間的關聯機制。

（一）  兒童的城鄉流動與兒童的字詞表現

本研究首先分析 : 兒童城鄉流動的不同類型、家庭經濟 ( 家庭教育投入 )
和親子關係 ( 親子溝通 )、父母教養 ( 關心和指導子女的學習 ) 對於兒童字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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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影響。分別於模式 1，先放入個人變項及城鄉流動類型，分析中國大陸兒

童的城鄉流動類型對兒童學習表現的影響；再者，模式 2 和模式 3 在控制個人

變項和流動類型之後，分別探討 : 家庭教育投入和親子溝通及父母教養對於學

習表現的影響；進一步，模式 4 將全部的變項投入，探討 : 在控制個人變項、

城鄉流動類型及家庭教育投入之後，比較親子溝通和父母教養對於兒童學習表

現的影響。

1. 兒童的城鄉流動與字詞表現之關聯

10-15 歲兒童的學習表現，以字詞測驗的成績分析（表 2）。首先，由模式

1 看，「性別」、「年齡」和「智力水準」對於兒童的學習表現具有影響。相較

於男生，女生的字詞成績較好。兒童隨著年齡的增長，其字詞成績越好。兒童

智力水準越高，其字詞表現越好。

控制了個人變項，「兒童城鄉流動類型」對於兒童字詞成績具有顯著影響

力。相較於「農村留守兒童」，「城市非流動兒童」與「城市流動兒童」的字詞

成績均顯著優於「農村留守兒童」；而「農村留守兒童」與「農村非留守兒童」

的字詞成績之差異不顯著。換言之，對於「農村留守兒童」而言，其字詞表現

並沒有比「農村非留守兒童」來的差，但是「農村留守兒童」和「農村非留守

兒童」都顯著比「城市非流動兒童」與「城市流動兒童」字詞表現較差。

2.  家庭經濟、親子互動與兒童字詞表現之關聯

進一步，模式 2 及 3 分別探討家庭教育投入、親子溝通及父母學習指導對

於字詞表現的影響。模式 2 加入「家庭教育投入」變項，結果發現 : 在控制了

個人變項和「兒童城鄉流動類型」之後，「家庭教育投入」對於兒童字詞表現

具有顯著影響力。家庭對於兒童在學習方面的投入越高，其字詞表現越佳。「兒

童城鄉流動類型」對於兒童學習表現的影響，其解釋量變低。模式 3 加入「親

子溝通」和「父母學習指導」變項，在控制了個人變項（性別、年齡、智力水

準）和「兒童城鄉流動類型」之後，親子溝通對於兒童的字詞表現皆有顯著影

響。父母主動與孩子溝通交流程度越高，兒童的字詞表現越佳。父母越關心指

導孩子的教育，兒童的字詞表現越佳。同樣，「兒童城鄉流動類型」對於兒童

學習表現的影響，解釋量變低。

接著，於模式 4 中考驗控制個人變項（性別、年齡、智力水準）、「兒童城

鄉流動類型」和「家庭教育投入」後，「親子溝通」和「父母教養」對於兒童

字詞表現的影響。結果發現 :「家庭教育投入」仍是兒童學習表現最顯著的關

聯因素，父母對兒童的教育投入越高，其字詞表現成績越好；並且，「父母教養」

與「親子溝通」亦對於兒童的字詞表現具有顯著影響。父母越常指導子女的學

習，兒童的學習成績越好；父母主動與子女溝通的程度越高，兒童的學習成績

越好。相對來看，「父母教養」比「親子溝通」的效果更為顯著；再者，加入

「父母教養」與「親子溝通」變項，「兒童城鄉流動類型」對於兒童字詞表現的

影響顯著性變低。

（二）  兒童的城鄉流動與兒童的數學表現

1. 兒童城鄉流動類型與數學表現之關聯

10-15 歲兒童的學習表現，以數學測驗的成績分析（表 2）。首先，由模式

1 看，「年齡」和「智力水準」對於兒童的數學表現具有顯著影響。兒童隨著

年齡的增長，其數學表現越好。兒童智力水準越高，其數學表現越好。

控制了個人變項，「兒童城鄉流動類型」對於兒童數學表現具有顯著影響

力。相較於「農村留守兒童」，「城市非流動兒童」與「城市流動兒童」的數學

成績均顯著優於「農村留守兒童」，而「農村非留守兒童」與「農村留守兒童」

的數學成績無顯著差異。同樣，對於「農村留守兒童」而言，其數學表現並沒

有比「農村非留守兒童」來得差，但是，「農村非留守兒童」與「農村留守兒童」

皆顯著比「城市非流動兒童」與「城市流動兒童」成績差。

2. 家庭經濟、親子互動與兒童數學表現之關聯

進一步，分別探討家庭教育投入和親子溝通及父母學習指導對於數學表現

的影響。模式2加入「家庭教育投入」變項，結果發現：在控制了個人變項和「兒

童城鄉流動類型」之後，「家庭教育投入」對於兒童數學表現具有顯著影響力。

家庭對於兒童在學習方面的投入越高，其數學表現越佳。而原本流動類型對於

兒童數學表現的影響仍然存在，其解釋量變低。模式 3 加入「親子溝通」和「父

母教養」變項，在控制了個人變項（性別、年齡、智力水準）和「兒童城鄉流

動類型」之後，親子互動變項對於兒童的數學表現均有顯著影響。父母主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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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溝通交流程度越高，兒童的數學表現越佳。父母越關心指導孩子的教育，

兒童的數學表現越佳。同樣，「兒童城鄉流動類型」對於兒童數學表現的影響

仍然存在，但解釋量變低。

隨後，於模式 4 中考驗控制個人變項（性別、年齡、智力水準）、「兒童城

鄉流動類型」和「家庭教育投入」後，「親子溝通」和「父母教養」對於兒童

數學表現的影響。結果發現 :「家庭教育投入」仍是兒童學習表現最顯著的關

聯因素，父母對兒童的教育投入越高，其數學成績越好，並且「父母教養」與

「親子溝通」亦對於兒童的學習表現具有顯著影響，相對來看「父母教養」比

「親子溝通」的效果更為顯著。父母越常指導子女的學習，兒童的數學成績越

好；父母主動與子女溝通的程度越高，兒童的數學成績越好。而原本「兒童城

鄉流動類型」對於兒童數學表現影響的顯著性變低。

表 2　兒童的城鄉流動與學習表現 : 兒童的城鄉流動類型、親子溝通、父母學

習指導與字詞分數、數學分數之多元階層迴歸分析（n=3087）

學習表現

字詞測驗 數學測驗

β M1 M2 M3 M4 M1 M2 M3 M4

性別 -.067*** -.068*** -.066*** -.067*** .018*** .017*** .020*** .019***

年齡 .406*** .400*** .410*** .404*** .605*** .599*** .609*** .603***

智力水準 .320*** .311*** .289*** .284*** .230*** .221*** .200*** .195***

流動類型 1

城市非流動兒童 .113*** .092*** .088*** .072** .117*** .096*** .092*** .076***

城市流動兒童 .087*** .073*** .074*** .063*** .070*** .055*** .057*** .045***

農村非留守兒童 .014*** .013*** .005*** .004*** .026*** .024*** .017***  .016***

家庭教育投入 .108*** . .095*** .107*** .095***

親子溝通 .049*** .045*** .043*** .039***

父母教養 .087*** .078*** .089*** .080***

R2 .324 .335 .337 .346 .461 .472 .474 .482

adjR2 .323 .334 .336 .344 .460 .471 .473 .481

△ R2 .011 .002 .008 .011 .002 .008

F 246.29*** 221.70*** 195.88*** 180.63*** 439.56*** 393.38*** 346.59*** 318.41***

1: 參照組為「女生」、「農村留守兒童」

*P<.05;**P<.01;***P<.001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不同城鄉流動類型的兒童 : 家庭情況及學習表現存在差異

本研究發現城鄉流動不同類型的兒童，其家庭教育投入、親子溝通、父母

教養及學習表現確實存在差異。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入，「城市流動兒童」最

高、「城市非流動兒童」次之，而「農村留守兒童」與「農村非留守兒童」之

家庭對其子女的教育投入均較低。就親子溝通和父母教養等親子互動來看，「城

市流動兒童」與「城市非流動兒童」家庭的親子溝通及父母對子女的學習指導

程度皆較高，而「農村留守兒童」與「農村非留守兒童」則相對皆較低。兒童

的學習表現，不論是字詞測驗或數學測驗，「城市流動兒童」和「城市非流動

兒童」的學習表現較好；而「農村留守兒童」和「農村非留守兒童」的學習表

現較差，且農村留守或非留守兒童之間無顯著差異。整體來說，城鄉流動不同

類型的兒童中，「城市流動兒童」家庭的教育投入是四類型最高，並且，「城市

流動兒童」的親子溝通和父母關心和指導子女學習等親子互動皆與「城市非流

動兒童」家庭無異且顯著高於「農村留守兒童」與「農村非留守兒童」，換言之，

隨父母工作遷移到城市的流動兒童，因家庭經濟資源改善的高教育投入，以及

家庭中父母的教養和親子互動，可能產生了城市流動對兒童的正向影響，此一

發現支持了過去的研究發現（陳立鈞等人，2016）。

二、 影響兒童城鄉流動與學習表現的重要因素 : 親子關係與父母教養

本研究以字詞表現和數學表現兩個面向來代表兒童的學習表現，探討兒

童城鄉流動與學習表現之間的關聯機制。研究結果顯示「兒童城鄉流動類型」、

家庭經濟（家庭教育投入）、親子關係（親子溝通）和父母教養（父母學習指導）

對於兒童學習表現均具有影響，且對於字詞表現和數學表現的影響機制相當一

致，整體而言，本研究之假設多獲得支持。

家庭因素的影響效果確實存在，包括 : 父母外出打工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以及父母缺席對親子互動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就家庭經濟的影響來看，如 : 本
研究分析「家庭教育投入」及親子關係和父母的教養皆具有影響力。家庭經濟

是影響兒童學習表現的重要因素，這與大多數研究結果一致：經濟資本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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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經地位對兒童的學習表現具有重要影響力（如 : 王麗雲、游錦雲，2005；張

芳全，2009）。除此之外，本研究證實：家庭中的親子互動及父母教養行為，如 :
本研究之「親子溝通」與「父母學習指導」也是影響兒童學習表現的關鍵因素，

其中，父母參與子女學習指導的效果更加明顯。以往有關兒童流動或兒童學習

表現的研究，較少探討因應流動的兒童照顧安排，以及不同流動型態下，親子、

家人互動對於兒童發展的影響。而本研究發現，對不同城鄉流動類型的兒童，

良好的「親子關係」與合宜的「父母教養」皆是提升學習表現之契機。

以家庭教育的視角來看，應發展和推廣相關家庭教育方案，幫助家庭提高

父母主動與子女溝通的程度，鼓勵父母多參與和指導子女的學習。特別是針對

「農村留守兒童」家庭，在父母至少一方缺席的情況下，更應關注家庭中主要

照顧者的教養方式及其與兒童之間的關係。在本研究的樣本中，大多數「農村

留守兒童」家庭，多由祖父母擔任替代父母成為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因此，如

何針對留守於農村的隔代教養家庭，規劃並設計適用於中國大陸農村地區的祖

孫代間方案，提升祖父母的教養知能，促進祖孫代間的溝通與情感，另一方面

透過學校或社區資源連結，補足因父母離家而祖父母無法擔任兒童學習指導的

困境，皆是未來政策的重點方向。

三、 流動困境？城鄉不利？！

本研究結果顯示 : 考量家庭的相關因素之下，「兒童城鄉流動」的影響效

果雖有所降低但仍存在。據此觀之：城鄉之間的差距是影響兒童學習表現的重

要因素。從兒童的城鄉流動的影響來看，「城市流動兒童」與「城市非流動兒童」

的學習表現相似，優於「農村留守兒童」與「農村非留守兒童」。兒童從農村

隨父母遷移到城市，確實對學習表現產生正向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農村

留守兒童」與「農村非留守兒童」的學習表現皆較差，且二者之間無顯著差異，

此與本研究之假設不同。顯示：居住在農村地區的兒童，不論是農村留守兒童

或農村非留守兒童，由於處於經濟與環境的不利情境之下，皆面臨著城鄉不平

等的困境。謝宇（2015）結合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中國家庭追蹤調查

（CFPS）、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以及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計算出中國的

收入分配差距（Gini coefficient）為 0.52。代表著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確實存在，

且已超越「臨界值」水準（Gini coefficient=0.42），這與中國城鄉教育不平等密

切相關。因此，在政策制度方面，應注重農村地區的投資建設，特別是提高農

村地區學校的品質，改善整體農村兒童的學習環境。

本研究主要探討中國大陸兒童的城鄉流動對其學習表現的影響，採用中國

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 年第一波少兒的資料，以 10-15 歲的兒童作為樣本。

本研究突破了過往的相關研究多採用區域性樣本，鮮少使用具全國代表性之大

型資料庫進行分析，因而可能產生研究比較及推論上的限制。再者，本研究採

用 origin-destination 模式建構周延的「流動類型」區分，包括 : 「城市非流動兒

童」、「城市流動兒童」、「農村非留守兒童」、「農村留守兒童」等四類型，完整

的分析城鄉流動的不同的情境。並且，有別於僅關注城鄉流動帶來的家庭經濟

改變，本研究進一步聚焦於家庭中父母教養、親子關係等家庭情境因素，更進

一步釐清 : 城鄉流動與兒童學習表現的關聯。然而，除前述之突破與貢獻，本

研究亦存在限制。本研究針對父母教養行為的測量，以訪員觀察「父母購買圖

書、在兒童學習材料上的批註或簽字」等行為，測量「父母對於孩子學習指導」

為之。在題目的選用上，可能無法全面呈現教養之概念。由於 CFPS 的少兒資

料中缺少父母及家庭等背景資料，因此，進一步將少兒資料與家庭資料進行配

對串聯，特別是增加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填答之教養行為的相關題目，以期更完

整的進行分析，是未來研究可持續發展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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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變項
Range/
選項

全體
N=3087

城市非流動兒童
N=1149

城市流動兒童
N=133

農村非留守兒童
N=1404

農村留守兒童
N=401

人數 /M %/SD 人數 /M %/SD 人數 /M %/SD 人數 /M %/SD 人數 /M %/SD

父親
教育程度

文盲 / 半 542 17.6 111 9.7 8 6.0 360 25.6 63 15.7

小學 851 27.6 200 17.4 22 16.5 480 34.2 149 37.2

初中 1169 37.9 492 42.8 61 45.9 456 32.5 160 39.9

高中 343 11.1 211 18.4 21 15.8 87 6.2 24 6.0

大專 124 4.0 90 7.8 11 8.3 18 1.3 5 1.2

大學本科 54 1.7 42 3.7 9 6.8 3 .2 0 0

碩士 4 .1 3 .3 1 .8 0 0 0 0

博士 0 0 0 0 0 0 0 0 0 0

父親
教育年限

0-19 6.86 4.32 8.59 4.15 9.18 3.94 5.39 4.03 6.33 3.72

Effect of Migration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children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examined the mechanism between the family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parenting behavio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We used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which a 
national survey conducted by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 (Peking University). 
Our sample included 3087 children who are 10-15 years old from the first wave 
in 2010.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to-urban 
migration children,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are the least likel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parents, and their parents are the least concerned with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Moreover, rural-urban migration show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controlling the gender, age and intelligence.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migration status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is less 
significant after consideration the family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parenting behavior.

Keywords: academic performanc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rural-urban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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